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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王”与皇帝：清初以来滇缅
边疆银矿业的兴衰与山区
社会的族群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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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得到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研究项目的资助。［犜犺犻狊狉犲狊犲犪狉犮犺狑犪狊狊狌狆狆狅狉狋犲犱犫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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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滇缅交界山区，随着清初大型银矿的开发，地方土司受到来自清朝

和缅甸两方国家力量的掣肘。新兴宗教的宗师铜金和尚利用矿工秘密社会、

矿区商路和私盐市场之间的交错关系，在官府和土司之间寻求政治发展空

间。嘉庆皇帝为了清理清缅战争后的残局，直接主导了对铜金和尚的剿抚决

策。通过检视铜金成为地方官员的合伙人、皇帝眼中的政治投机者以及山区

民众心目中的“佛王”的过程，本文集中讨论新兴制度创立者社会动员力的发

展与国家体制的关系，以及清朝国家力量在边疆的伸缩与山区“佛王”体制及

倮黑（拉祜）族群身份建构之间的关联。

关键词：佛王　清缅战争　银矿　滇缅边疆　土司制度

犅狌犱犱犺犪犓犻狀犵狏犲狉狊狌狊犈犿狆犲狉狅狉：犈狋犺狀犻犮犕狅犫犻犾犻狕犪狋犻狅狀犪犿狅狀犵

犕狅狌狀狋犪犻狀犆狅犿犿狌狀犻狋犻犲狊犪狀犱狋犺犲犇犲犮犾犻狀犲狅犳犛犻犾狏犲狉犕犻狀犻狀犵

犐狀犱狌狊狋狉狔犻狀狋犺犲犢狌狀狀犪狀犪狀犱犅狌狉犿犪犅狅狉犱犲狉犚犲犵犻狅狀

犕犃犑犻犪狀狓犻狅狀犵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犜犺犲犱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狅犳狊犻犾狏犲狉犿犻狀犻狀犵犻狀犱狌狊狋狉狔犫犲狋狑犲犲狀狋犺犲犕犲犽狅狀犵

犚犻狏犲狉犪狀犱狋犺犲犛犪犾狑犲犲狀犚犻狏犲狉犻狀狋犺犲犢狌狀狀犪狀犪狀犱犅狌狉犿犪犫狅狉犱犲狉狉犲犵犻狅狀犪狀犱狋犺犲

狆狅犾犻狋犻犮犪犾犮狅狀犳犾犻犮狋犫犲狋狑犲犲狀犙犻狀犵犪狀犱犅狌狉犿犪犵狉犪犱狌犪犾犾狔狑犲犪犽犲狀犲犱狀犪狋犻狏犲犮犺犻犲犳狋犪犻狀狊

狊犻狀犮犲狋犺犲１７狋犺犮犲狀狋狌狉狔．犜犺犲狀犲狑犾狔犲犿犲狉犵犲犱犅狌犱犱犺犻狊狋犿犪狊狋犲狉犕狅狀犽犜狅狀犵犼犻狀

犲狓狆犾狅犻狋犲犱狋犺犲狊犲犮狉犲狋狊狅犮犻犲狋犻犲狊狅犳犿犻狀犲狉狊犪狀犱狋犺犲犿犲狉犮犺犪狀狋狀犲狋狑狅狉犽犪犿狅狀犵狊狋

·４５·



犿犻狀犲狊犪狀犱狊犪犾狋犿犪狉犽犲狋狊狋狅狊犲犲犽犺犻狊狆狅犾犻狋犻犮犪犾狉犻狊犲犫犲狋狑犲犲狀狅犳犳犻犮犻犪犾狊犪狀犱犮犺犻犲犳狋犪犻狀狊

犻狀狋犺犲犿狅狌狀狋犪犻狀狅狌狊犪狉犲犪．犜犺犲狊犻犾狏犲狉犿犻狀犻狀犵犻狀犱狌狊狋狉狔犻狀狋犺犲狉犲犵犻狅狀犫犲犵犪狀犫犲犳狅狉犲

狋犺犲１６狋犺犮犲狀狋狌狉狔犪狀犱狆犲犪犽犲犱犻狀狋犺犲１８狋犺犮犲狀狋狌狉狔，犪狀犱狋犺犲狀犱犲犮犾犻狀犲犱犻狀狋犺犲犲犪狉犾狔

１９狋犺犮犲狀狋狌狉狔．犜犺犲狑犪狉狊犫犲狋狑犲犲狀犙犻狀犵犪狀犱犅狌狉犿犪（１７６２—１７６９）犫犪狀犽狉狌狆狋犲犱

狋犺犲犾狅犮犪犾犵狅狏犲狉狀犿犲狀狋犻狀犢狌狀狀犪狀犫犲犮犪狌狊犲狅犳狋犺犲犫狌狉犱犲狀狅犳狋狉犪狀狊狆狅狉狋犻狀犵犾狅犵犻狊狋犻犮狊

犳狅狉狋犺犲狑犪狉．犜狅犱犲犪犾狑犻狋犺狋犺犲犮狉犻狊犻狊犫狔狋犻犵犺狋犲狀犻狀犵犾狅犮犪犾狊犪犾狋狉犲狏犲狀狌犲，犈犿狆犲狉狅狉

犑犻犪狇犻狀犵狉犲犻犵狀（１７９６—１８２０）犿犪犱犲狋犺犲狊犪犾狋狋狉犪犱犲，犪狀犻犿狆狅狉狋犪狀狋犻狀犵狉犲犱犻犲狀狋犻狀

狊犻犾狏犲狉狊犿犲犾狋犻狀犵，犫犲狋狑犲犲狀狊犪犾狋狑犲犾犾狊犪狀犱狋犺犲犿犻狀犲狊犻犾犾犲犵犪犾，犮犪狌狊犻狀犵犪犼狌犿狆犻狀犮狅狊狋

狅犳狊犻犾狏犲狉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犪狀犱犲狏犲狀狋狌犪犾犾狔狋犺犲犱犲犿犻狊犲狅犳狋犺犲狊犻犾狏犲狉犿犻狀犻狀犵犻狀犱狌狊狋狉狔．

犇犲狆狉犲狊狊犲犱犲犮狅狀狅犿狔犫狉狅狌犵犺狋狋犺犲犲狓狆犪狀狊犻狅狀狅犳狊犲犮狉犲狋狊狅犮犻犲狋犻犲狊犪犿狅狀犵犾犪犻犱狅犳犳

犿犻狀犲狉狊犪狀犱犪犳犳犲犮狋犲犱狏犻犾犾犪犵犲狉狊犻狀狋犺犲犿狅狌狀狋犪犻狀狅狌狊狉犲犵犻狅狀．犕狅狀犽犜狅狀犵犼犻狀犪狀犱犺犻狊

犳犲犾犾狅狑狊犫犲犮犪犿犲狋犺犲犮狅狉犲犾犲犪犱犲狉狊犺犻狆狋犺犪狋犺犲犾狆犲犱狋狅狉犲犮狅狀狊狋狉狌犮狋犪狀犲狑狆狅犾犻狋犻犮犪犾

犻狀狊狋犻狋狌狋犻狅狀狋狅 犮犺犪犾犾犲狀犵犲狋犺犲 狀犲犻犵犺犫狅狉犻狀犵 犮犺犻犲犳狋犪犻狀狊 犪狀犱 犮狅狌狀狋狔 狅犳犳犻犮犻犪犾狊．

犜犺狉犲犪狋犲狀犲犱犫狔狋犺犲犿狅狏犲犿犲狀狋，犈犿狆犲狉狅狉犑犻犪狇犻狀犵狅狉犱犲狉犲犱狋犺犲犲犾犻犿犻狀犪狋犻狅狀狅犳犕狅狀犽

犜狅狀犵犼犻狀．犜犺犻狊狆犪狆犲狉狉犲狏犻犲狑狊犺犻狊狋狅狉犻犮犪犾犲狏犲狀狋狊狋犺犪狋犾犲犱狋狅狋犺犲狉犻狊犲狅犳犕狅狀犽

犜狅狀犵犼犻狀犪狊犪犅狌犱犱犺犪犓犻狀犵犪犿狅狀犵犺犻狊狆犲狅狆犾犲犪狀犱犪犮狅犾犾犪犫狅狉犪狋狅狉狋狅犾狅犮犪犾狅犳犳犻犮犻犪犾狊，

犫狌狋狊犲犲狀犪狊犪狆狅犾犻狋犻犮犪犾狋犺狉犲犪狋犫狔狋犺犲犲犿狆犲狉狅狉．犐狋犲狓犪犿犻狀犲狊狋犺犲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犺犻狆

犫犲狋狑犲犲狀狋犺犲狀犲狑狆狅犾犻狋犻犮犪犾犻狀狊狋犻狋狌狋犻狅狀犪狀犱犻狋狊狊狅犮犻犪犾犪犵犲狀犮狔狑犻狋犺狋犺犲狊狋犪狋犲狊．犐狀

犪犱犱犻狋犻狅狀，狋犺犲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犺犻狆犫犲狋狑犲犲狀狋犺犲狊狋狉犲狋犮犺犪狀犱犾犻犿犻狋犪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犙犻狀犵犻犿狆犲狉犻犪犾

狊狋犪狋犲狅狀狋犺犲犳狉狅狀狋犻犲狉犪狀犱狋犺犲犮狅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狅犳犲狋犺狀犻犮犻犱犲狀狋犻狋狔狅犳狋犺犲犔犪犺狌犻狊犪犾狊狅

犻狀狏犲狊狋犻犵犪狋犲犱．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狋犺犲犅狌犱犱犺犪犓犻狀犵，狋犺犲犙犻狀犵犅狌狉犿犪 犠犪狉狊，狊犻犾狏犲狉犿犻狀犻狀犵犻狀犱狌狊狋狉狔，

狀犪狋犻狏犲犮犺犻犲犳狋犪犻狀狊狔狊狋犲犿

一、前言

澜沧江与怒江之间的云南西南部与缅甸交界区域处于亚热带，因

受到季风影响，一年的气候主要分为夏秋的雨季和冬春的旱季。这里

群山绵延、森林茂密，河流纵横、道路崎岖，星散其间的小块山间盆地即

当地人所称的“坝子”，尤以木邦、耿马、景栋、孟连等地著名。元朝，这

些小块坝子逐渐成为相互牵制的地方政治中心，木邦（今缅甸腊戌）、耿

马、孟连、勐艮（今缅甸景栋）的摆夷（主要为今掸、傣族群）政治首领被

元朝政府授予世袭的宣慰司、宣抚司的职衔，即通常所称的世袭土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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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土司相互之间长期通婚，并沿山脉、河流划分辖地范围，稳定的地方

政治格局从明朝延续至清代。本文所谓的“滇缅边疆”指介于清王朝和

缅甸王国之间、以各土司辖地为中心的区域。乾隆年间清缅战争

（１７６２—１７６９）之后，清政府失去了对木邦和勐艮两土司的控制，但与其

相邻的耿马、孟连、车里等土司仍然听命于清朝。至１８８６年缅甸沦为

英国殖民地之后，缅甸掸邦木邦、勐艮土司与云南耿马、孟连土司之间

的辖地界线，大部分成为后来中缅两国协商划分南段边界的依据。

明末清初以来，越来越多的外省移民迁入这一带山区，许多大型银

矿及少量铜矿得以迅速开发。数十万新增人口深入到山区各地，与土

著居民相混杂。清初至清中期，滇缅边疆的社会政治格局急速改变（马

健雄，２０１３：４３）。清缅战争后，随着缅甸王国和清朝政局的变化，木邦、

耿马、孟连、勐艮等摆夷土司因长期受到清朝和缅甸两方国家政治力量

的掣肘，渐渐无力控制各银矿区，临近各府州县受制于政治管辖权，对

山区事务亦鞭长莫及。同时，一些新兴宗教流派随着移民的进入快速

流播，与秘密社会组织相结合在矿工中迅速发展，进而扩散到矿山周围

的山区土著社会中。尤其是乾隆年间，大乘教在这一带矿区发展成为

新兴的宗教力量，其宗教导师铜金和尚乘势而起，将政治影响力迅速扩

大到澜沧江西岸山区。在近四十年的时间里，当地大乘教的创立者改

心和尚（杨德渊）和他的弟子铜金和尚（张辅国）等人成为整合山区社会

的主要力量。铜金和尚更是积极利用矿工组织、矿区商业网络和私盐

贸易之间的交错关系，设法在官府与土司之间寻求新的政治机会与发

展空间。１７９６年，新登基的嘉庆皇帝为了清理清缅战争的残局，直接

主导了针对铜金和尚的剿抚决策，经过二十年的拉锯斗争，铜金最终因

抵抗失败被杀。本文通过检视铜金和尚成为官府眼中的政治投机者和

地方民众心目中的“佛王”的双重过程，分析讨论清初至清中期，随着滇

缅边疆政治格局的变化，新制度的创立者的社会动员力与国家体制之

间的关系以及清朝的国家力量在边疆伸缩的体制性原因，并以此为出

发点，探讨地方能动性的发展与国家力量的纠缠对倮黑（拉祜）族群身

份建立的影响。

近年来，从思想史或观念史的角度，学界就“天下”体制的运作或如

何界定历史上的中国与边疆问题已经有不少讨论，但是撇开抽象概念

的辨析，就具体区域、具体问题展开的研究案例仍然少见。本文力图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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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视为一种地方社会类型，在具体的历史脉络中探讨边疆社会建

构的影响因素，以地方民众的生活与国家政治格局的相关性为视角，分

析不同国家体制之间的交错与纠葛以及国家力量的扩展、碰撞或收缩

对边疆民众社会生活的影响，进而以更细节的方式展示边疆领域的社

会能动性与文化创造能力发展的具体过程。总体而言，本研究意在指

出清朝与东南亚国家政治框架中边疆体制的延续与变化，清晰展示了

东南亚高地和西南山区社会文化与身份的重构以及制度创新的过程，

这一过程与国家体制和国家政治密切相关，并以此回应“高地无国家”

及掸傣低地的“分割型”或“曼荼罗型”国家的历史想象之“非历史”特

质（犛犮狅狋狋，２００９；犎犲犻狀犲犌犲犾犱犲狉狀，１９４２；犜狅狅犽犲狉，１９９６；犗’犆狅狀狀狅狉，２０００；

犔犲犪犮犺，１９６４）。

木邦土司辖地内的波龙银厂在明代就已经聚集了数万名矿工开采

银矿，来自各省的矿工汇集于木邦西北山区。在滇缅边疆一带山区，一

个大型银厂的正常运作需要两三万人，其中包括挖矿、冶炼、供应等工

序的人力和物流运输从业者，矿业的发展需要相关产业链的支撑。在

木邦与阿瓦之间的山区，勐密、勐谷附近的宝石厂和玉石厂也聚集了大

量来自内地的工人和商人，他们不断将开采的矿产运回内地。明初，这

些矿区原属木邦军民宣慰司管辖，明万历以后，逐渐被新兴的勐密土司

占据。在这些地区，明朝虽然也派出矿监参与土司的管理，但是随着缅

甸洞吾王朝的扩张，勐密土司转而听命于洞吾王朝，缅王在勐密矿区获

得了稳定的税收（王崧，１９９５：４２８）。不过，波龙银厂则一直处于木邦土

司的辖地范围。明末清初的战乱时期，跟随南明永历朝廷逃往缅甸的

明朝旧臣、随从及其子孙逐渐在波龙银厂附近居住下来，成为银厂的主

要控制者，这个矿商集团自称“贵家”。乾隆时期，贵家首领宫里雁控制

了波龙银厂，宫里雁娶摆夷土司之女囊占为妻，在当地颇有势力，与洞

吾王朝亦关系密切。乾隆十七年（１７５２），缅甸木梳地方头人雍籍牙起

兵，攻破阿瓦城，建立贡榜王朝，取代了洞吾王朝。控制波龙银厂的宫

里雁拒绝向新王雍籍牙交税，并组织军队与雍籍牙对抗，乾隆二十三年

（１７５８），雍籍牙军队攻陷木邦后占领了波龙银厂，宫里雁率领三千多名

手下逃往孟连，孟连土司收留了他们并借机向他们索要了大量财物。

两年后，雍籍牙病死，其子莽纪觉继承王位。当时的云贵总督吴达善得

知，有不少跟随永历朝廷流亡缅甸的明朝遗臣留下来的贵重财物被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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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首领宫里雁及其手下带到孟连，于是辗转向宫里雁索要一件明朝皇

宫中流出的宝物“七宝鞍”。宫里雁拒绝交出宝鞍，只身从孟连逃到佤

山石牛厂（今缅甸佤邦龙潭区）躲避。乾隆二十七年（１７６２），孟连土司

为了贿赂吴达善，三番五次向滞留在孟连城中的宫里雁妻子囊占及其

手下头目索要财物，甚至索要囊占的女儿。愤怒之下，囊占半夜火烧孟

连城，将孟连土司全家三十余人杀死，随即逃到缅甸孟养及佤山等地。

躲藏在石牛厂的宫里雁对此并不知情，耿马土司罕国楷于是受命带兵

到石牛厂，诱杀了宫里雁。数月之后，囊占嫁给了缅王的弟弟懵驳，云

贵总督吴达善不知情，继续向缅王查缉囊占。当时，耿马土司虽属内地

管辖，传统上也需要向缅王缴纳岁币。于是缅王派兵攻占孟定并进攻

耿马属地勐董附近的佤山茂隆银厂，耿马土司迅速将石牛银厂的矿工

组织为厂丁进行防守，该厂的头人周德会带领厂丁在滚弄一带沿怒江

防守，不料云贵总督吴达善以为周德会要冒功，又担心自己徇私索贿的

事情败露，借机将周德会法办。缅军于是深入到澜沧江沿岸地区，茂

隆、募乃、石牛等各大银厂先后被缅军占领，不久后缅军又在清军的打

击之下退出这些区域。银矿生产虽然逐渐恢复，但是清朝与缅甸的冲

突愈演愈烈，直至乾隆年间清缅战争的爆发（昭连，１９８０：１１３－１２２）。

表１：明清时期滇缅边疆政治格局的变化

时间 明清时期的中国 缅甸王国

１５３１
洞吾王朝建立，以阿瓦为
都城

１５８３—１５９１
（明万历十一年至十九年）

邓子龙指挥对缅甸战争

１６５６
（明永历十年、清顺治十三年）

南明永历朝廷迁入云南

１６５９
（明永历十三年，清顺治十六年）

清军入云南，永历朝廷逃
往缅甸

１６６２
（清康熙元年、明永历十六年）

缅王将永历帝送回云南，
永历帝在昆明被杀

１７５２

贡榜（雍籍牙）王朝建立，
“其地近佛郎机，西洋货
物聚于漾共，闽、广皆通，

火器皆西洋制法”１

１７６２—１７６９
（清乾隆二十七年至三十四年）

清缅战争
缅军攻占云南边境沿线

各银厂

１８８５（清光绪十一年）
英国占领缅甸都城曼德

勒，贡榜王朝灭亡

１．参见《乾隆腾越州志》，“缅考”（屠述濂，２００６：２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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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七年多的战争，至乾隆三十四年（１７６９）清军第四次出兵，清朝

与缅甸才签订了和约。乾隆五十三年（１７８８），缅王孟云才主动与清朝

改善了关系，恢复朝贡。１７９６年为嘉庆元年，嘉庆即位之初就着手处

理清缅战争的遗留问题。

二、清缅战争、盐政危机与银矿

清政府于１８世纪２０年代在云南南部新设普洱府，实行“改土归

流”，目的是控制各地的盐井和茶山，扩展税基，增加税收，并对新增的

外地流入人口实施直接管理。官府将当地盐井收归官营，云南南部盐

井的产销方式因此发生了巨大转变，因此也剥夺了盐井区域居民的经

济来源。于是，盐井区域的摆夷、倮黑、窝尼等族群的民众奋起抵抗，其

中大量山区居民被驱逐到澜沧江以西的江外土司辖地。发生于１８世

纪２０年代的这一政治动乱为后来铜金和尚、李文明、杨金等人发起的

政治动员和抵抗埋下了伏笔。尽管如此，从盐井销往江外土司区域的

盐一直在继续，只是这些盐的生产和销售未计入官方的财政统计中。

盐乃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澜沧江以西的边境山区，特别是耿马、木

邦、孟连等各土司辖地，所需食盐一直由威远江流域的井盐厂区供应。

此外，在缅甸一侧，上下缅甸的政治分离导致下缅甸的海盐长期无法供

应到上缅甸山区。因此，对威远江盐产的依赖是历史上澜沧江以西各

土司地区在政治上依附于明王朝和清王朝的重要原因之一。

根据清朝盐政的销岸区划，威远江流域各大盐井生产的盐除了供

应顺宁府、普洱府和邻近土司地区并缴纳盐课之外，还有一大部分超出

盐课定额的产盐通过山区商人以公开的方式“走私”，即以余额盐作为

私盐，供应给各土司辖地、山区民众和银矿区。特别是在矿山，除了对

食盐的需求之外，更大一部分对盐的需求是生产用盐，用于拌和胶泥，

作为冶炼炉的密封圈，即冶炼中的“搪炉”耗盐。２因此，矿山还需要大

量购盐用于冶炼。这样，通过澜沧江各大渡口，威远江流域的盐井与募

乃、茂隆、悉宜、波龙等大型银厂形成了复杂的盐、粮食、燃料和矿产品

的供应链。

２．参见吴其浚，《滇南矿产图略》，“用第八”：“日用之外，和泥搪炉”（李春龙，２０００：５１６）。

雍籍牙王朝（１７５２—１８８５）的兴起和强力扩张给下缅甸、暹罗和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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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边疆都带来了直接影响，总体上中南半岛的政治格局重新建立。雍

籍牙军队捣毁了波龙银厂并一度占领了募乃银厂，之后又渡过澜沧江，

威胁到澜沧江以东各州县，于是清缅战争（１７６２—１７６９）爆发。战争耗

费巨大，地方财政状况也大受影响，主要原因是山区道路崎岖、交通不

便，军需运输全靠马帮且费用昂贵。战时的后勤给养运输费用大量由

地方政府承担，开支也主要由地方政府垫付，各地州县政府只能大量挪

用盐课收入。另一方面，地方官员往往调动频繁，其挪用的垫资又难以

及时补回，导致各府州县地方账务中出现了大量的盐课亏空。另据估

算，乾隆“征缅战争”中各省直接拨付云南的军需银将近１３００万两（庄

吉发，１９８２：３２４）。此外，在战争中云南全省财政耗费总量巨大，至乾隆

四十三年（１７７８），全省各地拖欠的盐课总计４５万两白银。云南省政府

虽一再向州县地方官员施加压力催补，至乾隆四十六年（１７８１）清理时，

还欠下３２万两白银。云贵总督、云南巡抚及各府州县官员面对层层压

力，需要补回拖欠的盐课款项，于是只好加收盐课，甚至将盐课直接变

成摊派的盐税“烟户盐”，即“无盐有赋”，很多州县出现了官府直接按户

口派款的做法。这样的政策导致蒙化等州县爆发了大规模的“压盐致

变”（犕犪，２０１３犪）。各地官员为了加收盐课强迫民众买盐，一时间各地

官盐供应短缺，于是，各地方官员不断向盐井产区索取定额盐之外的

“余盐”。３

３．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编，《〈清实录〉有关云南史料汇编》，卷四，“《高宗实录》卷１０８９，乾隆四

十四年八月丁丑（１７７９．１０．５）”，云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３６５－３６６页。

在澜沧江两岸山区，随着矿业经济的发展，交通沿线村寨的民众逐

渐成为维持矿区复杂有效的商品流通的参与者。将卤水煮干熬盐需要

消耗大量柴薪，山区民众便以交换的方式从山上砍柴，将柴薪送到盐井

换盐，将盐背到江外市场或矿山盐店出售，再用银钱到由摆夷土司控制

的坝区购买稻谷，补充自己的粮食供给或者将其转运到矿山。由半农

半商的山区民众建立和维护的中间转运纽带，逐渐形成了柴薪、木炭、

米粮、盐、银钱之间的交易网络，建立起一条跨越澜沧江两岸山区的商

品供应链。这样，在由土司直接控制着的产粮坝区、威远江流域的盐井

区和深山中的矿区之间形成了一个物资供应体系，其中，山区村寨头人

起到了重要的组织和协调作用，由此形成的政治角力也逐渐有利于以

·０６·

社会·２０１８·４



铜金和尚为核心的新兴政治力量的发展。在众多的山区头人中，铜金

和尚是最具代表性的宗教导师兼政治领袖。

嘉庆皇帝即位之初（１７９６）就发现清缅战争期间云南各地累积的地

方政府财政亏空已经成为严重问题，于是下令严格清查，各级官员骤然

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问题在于，嘉庆皇帝登基后要清理的前朝旧账、

地方官员要填补的巨额盐课亏空，只能围绕着增收盐课来想办法。产

盐州县的官员们只得配合上级，将新增税收摊派到盐课中，想办法多卖

盐、强迫民众购买超出日用所需及家庭经济负担能力的盐，以达到短期

内多征收三十多万两盐课银的目标。为了满足销岸各地府州县的应急

之需，在威远江盐井区，威远州同知孙峻德下令沿江各盐井的灶户停止

向澜沧江以西即“江外”销售私盐，将所有产盐都作为供应临近州县的

官盐。官府禁止盐井将余额盐转卖给从事银矿区与盐区日常贸易的以

倮黑为主的山区土著，长期以来供应江外山区和银矿的价格便宜的余

盐供应链中断，矿区供盐紧缺，价格昂贵，山区民众的生活用盐供应也

受到极大影响。盐政的变化阻断了澜沧江西岸各土司辖地的余盐供

应，官府变相抬高盐价使银矿的生产成本增加。为了解决盐课亏空的

问题，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将危机转嫁给山区民众和矿商，压缩了银

矿生产的利润空间，使矿区运营成本高企。

这里本文需要简单回顾清初以来滇缅边疆政治格局的转变。由于

从各省迁入云南西南部的移民不断增加，雍正时期清政府在云南强力

推行“改土归流”，１７２９年在威远、镇沅一带的哀牢山以南地区新设普

洱府，下辖他郎、威远、宁洱、思茅等州县；威远土知州被撤销。在威远

江流域各盐井被收归官营之后，以前在盐井沿线生活的居民被迫迁往

澜沧江西岸山区，原先生活在这里的一部分土著群体受到挤压，又迁往

怒江沿线的佤山一带（犕犪，２０１３犫）。原先生活在盐井地区的不同群体

迁到澜沧江西岸山区之后，官方档案将这些与官方对抗的山区民众统

称为“倮黑”或者“倮黑匪”，实际上其中包括了不同的人群，既有原来的

土著，也有不同时期迁来的移民；既包括原来居于威远江沿线的倮黑、

摆夷、窝尼等族群，也有从蒙化府迁来的蒙化人，从剑川、大理、临安等

州县迁来的移民和主要从事远距离贸易的回民，再加上从江西、湖南、

贵州等各省迁来的工矿移民，不同人群混杂在一起，共同卷入了山区社

会重构的局势中（犌犻犲狉狊犮犺，２００６：１２７－１５８）。随着地方经济联系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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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以及因之产生的政治冲突，宗教在社会动员和政治整合的过程中

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倮黑群体成为其中的主干力量，逐渐将更多

群体纳入其中，成为随着政治动员和文化重构而发展起来的新兴族群

（马健雄，２０１３：６１）。

４．清末民初，威远江流域各盐井产盐总量在９００万斤左右，每百斤包捐银四元二角，仍运销江

外土司地方。参见《民国景谷地志资料》（谢体仁，附录，２０１６：２７８）。

在这样的历史脉络下，边疆银矿业的发展与地方人口的变化及土

著社群的重新整合并不是孤立事件。继１８世纪２０年代剧烈的政治变

化之后，前述盐井区域在１７９５年至１８１５年发生的另一波重塑边疆社

会的政治社会事件，深入影响了云南与缅甸交界山区的政治结构、宗教

文化和族群生态，其中最为重要的社会转变是由大乘教宗师杨德渊及

其弟子铜金和尚等人推动建立的“五佛五经”佛王体系。他们借由在银

矿区的广泛影响，以宗教运动的形式完成了对山区社群的文化重塑、身

份动员和政治重构。通过这样的整合，倮黑（１９５４年后被称为拉祜族）

逐渐脱离了原先的文化框架，成为云南、缅甸和暹罗交界山区的新兴政

治力量，也是跨越不同国家，共享语言、宗教仪式和文化身份的新兴少

数族群。这个政治文化动员的过程虽然历经了一个世纪，但是山区倮

黑群体初期的发展却与清缅战争结束后边疆盐井和银矿山区商品供应

链的变化密切相关。简言之，尽管１８世纪２０年代之后威远江沿岸各

大盐井被收归官有、官营，但是各盐井灶户生产的盐，除了按照定额产

量供官方收取盐课之外，还有大量的余盐是销往澜沧江西岸的广阔山

区和土司辖地的。明朝后期，佤山的茂隆银厂、石牛银厂发展起来，清

初康熙年间由孟连土司管辖的募乃银厂也日渐兴旺，耿马土司辖下的

悉宜银厂、木邦土司辖下的波龙银厂等大型银矿也吸引了大量矿工和

商人。矿区的生活和生产用盐也都是从威远江流域的案板井、抱母井、

恩耕井、茂篾井等盐井，通过马台、大蚌、打环、双江、勐撒、糯扎等澜沧

江渡口供应。４数十万人聚集在这些银矿工作、贸易，外围还有数万人

从事物流供应、交通运输等相关事务。也就是说，从明末至嘉庆元年

（１７９６），在银矿区和江外各土司辖地，民众虽然不用像内地府州县一样

直接向官府缴纳盐课，盐的供应却一直未受到影响，地方官也从不干

预。特别是在盐井与矿山之间，山区民众以柴薪、蔬菜等货物与产盐灶

·２６·

社会·２０１８·４



户换盐，再将盐运到矿区出售，这个群体是外地汉人移民与不同土著群

体的混合，他们一半从事农业、一半从事贸易，很难直接区分谁是土著、

谁是移民。“沿边一带夷民杂处，交界之外，夷汉时相往来，盖因承平日

久，中外一家，有民人就往夷地耕种，亦有夷人依附汉人，来往内地贸易

居住，彼此结亲、衣冠相混、语言相从，一时断不能区别夷汉。”５

５．北京故宫档案，宫中档朱批缩微，０４－０１－３１－１７５４－０５，永保奏折，嘉庆八年六月四日。

６．参见《张允随奏稿》（方国瑜，卷８，２００１：６８５－６９０）。

总结来说，在江外山区的各大银厂，为了维持包括矿工、矿商和其

他行业数十万人的生活和生产需求，除了要保障粮食的供应之外，还需

要保障盐、铁、炭、油等生产所需的物料供应，以及支持性的交通运输及

市场网络。就矿区复杂的物资流动体系来说，整体上对各个交易环节

中物资供应的配合度要求非常高，任何一个细小的材料供应环节都不

可或缺，否则就会影响生产流程和物流体系的整体运作。除此之外，至

嘉庆时期，经过长期开采，各大银厂的银矿资源日益萎缩，加之周围森

林因长期烧炭面积减少，冶炼用薪炭成本上涨，生产成本不断攀升。此

时，冶炼用盐和矿区食用盐突然短缺、涨价，与盐有关的供应环节受到

严重影响，因此，物资供应的变化成为导致矿山生产体系快速萎缩、停

滞的重要影响因素。盐政危机致使数十万山区人口的生计受到影响，

同时加剧了矿工失业的社会危机，各大银矿在嘉庆时期相继停产并被

清政府关闭。银矿业的萎缩引发了另一个社会后果，即大量失业的矿

工和物流从业者徘徊于各土司辖地寻找出路，其中一些人成为铜金和

尚的追随者，逐渐走上与清政府对抗的道路。

三、铜金和尚

（一）杨德渊与他的弟子们

从鸡足山流亡至缅甸木邦的和尚杨德渊于乾隆四十七年（１７８２）后

开始在澜沧江沿岸及茂隆银厂、募乃银厂、悉宜银厂一带传播大乘教。

他所传的大乘教源自大理鸡足山，教义强调儒、佛、道“三教合一”，并以

转世佛王的方式传承宗教与政治军事的领导权。具体来说，大乘教主

张按照东、西、南、北的方位逐级发展信众。６杨德渊继承了鸡足山大乘

教的基本理念与佛、道科仪结合，将信仰、仪式与村寨政治军事组织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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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为一体，现在看来，这是以“政教合一”的形式进行社会动员与整合的

一套系统。这一新兴教派在临近矿区的山区村寨中迅速传播，杨德渊

将一些小乘佛教的宗教理论和仪式要素也纳入其宗教体系中，吸引了

大量摆夷信众入教。杨德渊传统的活动地点主要在孟连土司辖地内的

勐允（上勐允）和勐勐土司（名义上勐勐仍属耿马土司辖地）及江东的威

远州一带，孟连土司和勐勐土司都意识到这种宗教理论在政治上的挑

战性并竭力抵制，但收效不彰。杨德渊死后，他的四大弟子铜金、铜渭、

铜碑、铜登牢固掌控了澜沧江西岸山区村寨的数万名信众，铜金和尚逐

渐控制了核心领导权，成为集宗教领袖、商业资本和政治权力于一身的

山区头人。嘉庆四年（１７９９）前后，铜金和尚继承了杨德渊的衣钵，成为

澜沧江西岸山区即后来的倮黑山地区公认的“佛王”，其在矿山和临近

摆夷、倮黑等土著村寨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７．云南省社科院藏拉祜族档案，“恭跪叩禀台前”，３９９－１９（１９６０抄本）。

杨德渊出生于四川重庆府酉阳州，但自小在鸡足山长大，少年时因

乾隆皇帝查禁鸡足山大乘教而流亡缅甸，并长期在木邦一带游历，四处

传教。清缅战争结束后，乾隆四十七年（１７８２）杨德渊从木邦来到耿马

传教时，已经是声名远播的高僧。他到处结交富贵有权势之人，又周济

贫穷百姓，数十年间，在木邦、耿马、孟连、勐勐一带及各大矿区，皈依其

法门的信众越来越多。勐允土司（今澜沧县上允）辖下的下勐允摆夷头

人慕名延请杨德渊到下勐允传教，自己也皈依杨德渊做了他的徒弟，还

动员下勐允一带各佧佤、倮黑、倮罗等村寨的民众皈依这位汉僧，否则

不允许在下勐允地区居住。这样，各村开始修建佛寺、拜佛，在庙中和

家中供奉天地灵位。虽然历任孟连土司都出自上勐允土司家族，但是

下勐允头人因与上勐允土司不和、长期受到孟连土司的压制，孟连土司

对杨德渊到下勐允和上勐允一带传教的事自然不悦，不断派人骚扰、驱

逐杨德渊。在赢得了山区村寨头人们的支持之后，乾隆五十五年

（１７９０）杨德渊到离上勐允坝子不远的山村南栅修建了佛寺，又到勐勐

土司辖地的蛮糯（今双江县忙糯）修建了另一座寺院，控制了澜沧江渡

口通往重要矿区和坝子的交通咽喉。乾隆五十八年（１７９３），孟连土司

再度派人到南栅驱逐杨德渊，头人们设法以银两贿赂孟连土司的下属，

之后杨德渊的传教事业再未受到阻扰。７杨德渊训练徒弟们读书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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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诵儒、佛、道各种经书，早晚修炼功课，后来，他在蛮糯佛堂坐化。８他

被信众们尊称为“改心和尚”，因为他澜沧江西岸山区的信众逐渐脱离

了摆夷土司的管制。以澜沧江支流小黑江为界，江的北面勐勐土司辖

下的山区被称为“上改心”，江的南面孟连土司辖下的山区被称为“下改

心”。在南栅、蛮糯两地，杨德渊先后培养了三百六十多名徒弟，其中最

著名的弟子有大徒弟铜登、二徒弟铜渭、三徒弟铜碑、四徒弟铜金。可

以看到，杨德渊这四位徒弟的法名排列分别代表了木、水、石、金，这与

他的宗教理论有关。其弟子铜渭去世较早。铜碑则与澜沧江西岸山区

南部的杨金、王朋等村寨头人关系密切，频繁往来联络下江一带（从位

于澜沧江较上游的蛮糯、双江渡等地来看，下江即勐撒渡、糯扎渡一带

的澜沧江两岸山区），成为上下改心地区的政治联系人。四徒弟铜金主

要负责联络蛮糯、坝卡等上改心各处，与这一带的头人李文明等人关系

密切，与矿商、官府也有较多往来。嘉庆四年（１７９９），因为李文明联合

铜金和尚等人率领山区民众将勐勐土司驱逐到缅宁（今临沧），清政府

发兵围剿，铜金接受招安，云贵总督书麟因此免去了山区村寨应缴纳给

土司的钱粮税赋，并设立了石碑，专门规定土司不得压榨山区民众。其

后，总督又给铜金和尚颁发顶戴，许诺如果铜金能够管理山区民众、维

持地方秩序，三年之后即向朝廷请命，封给他正式的官职。铜金接受招

安，下改心一带南部山区以黄草岭、南兴为基地的头人鲁倮罗与铜金产

生了矛盾，觉得自己受到了威胁。南兴是控制募乃银厂和澜沧江渡口

的交通要地，强悍的鲁倮罗等人带领手下人进攻蛮糯，铜金和尚很快化

解了危机。９

８．侥幸保存下来的“五佛五经”时期的经书有《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楞严咒》等，其中

《太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真经》（即《北斗真经》）的开经玄蕴咒云，“寂寂至无宗，虚峙劫仞阿；

豁落洞玄文，谁测此幽遐；一入大乘路，孰计年劫多；不生亦不灭，欲生因莲花；超陵三界途，慈

心解世罗；真人无上德，世世为仙家”。原件收藏于澜沧县文管所。

９．云南省社科院图书资料中心档案，《蛮糯倮黑众等改心向善本原簿》（３４５－３）。

总体而言，１７９０年至１８１０年，经过杨德渊及其弟子们的经营，在

澜沧江西岸山区逐渐形成了几个宗教政治中心，北部以蛮糯、坝卡为中

心，李文明为首领，属勐勐土司辖地，被称为上改心；小黑江以南以南栅

为中心，铜金、铜登等和尚为首领，属孟连土司管辖；更南部以邦奈、南

兴、黄草岭为中心，杨金为首领，属于孟连土司辖地近澜沧江的“三勐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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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一带（今澜沧县东部勐朗、勐滨、勐梭，圈糯、圈哲、圈岗、圈控、圈

迈）。其中，铜金和尚的势力越来越强，逐渐吞并整合了各派系，成为上

改心和下改心地区的共主。起初，云贵总督和地方官认为铜金和尚是

汉人移民，因为他们传播的宗教与当地摆夷土司支持的小乘佛教不同。

地方官经过调查后发现，铜金是当地出生的土著，并非汉人移民。“铜

金系勐勐夷人，因其师改心和尚系属汉人，故习汉经，兼通汉语，尚非实

在汉奸。”１０在杨德渊最初传教的蛮糯、南栅一带的广袤山区，二三十年

间，澜沧江两岸山区大量民众皈依了他传播的宗教，也接受了其弟子们

的领导。在这个过程中，村寨内部及村寨之间民众的关系得到深入整

合，各村建立了佛房，区域性的中心佛房也建立起来，村寨头人与佛房

和尚融为一体，村寨的组织动员能力越来越强。但是，这种宗教与孟

连、勐勐土司辖地人们信仰的小乘佛教截然不同，双方在政治利益和经

济资源上的矛盾也越来越多。１１

１０．北京故宫档案，宫中档朱批缩微，０４－０１－３１－１７５４－０５，永保奏折（嘉庆八年六月四日）。

１１．台北故宫档案，宫中档，００４９５８，总督书麟奏折，嘉庆五年二月四日。

图１：明清时期滇缅边疆地名示意图

　　杨德渊一派的大乘教在滇缅山区快速传播，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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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流动人口与山区矿业发展的影响。随着进入云南西南部的人口规

模不断扩大以及矿业经济的发展，清初至清中期，新兴民间宗教的发展

异常迅速并日趋复杂多样。在清康熙和雍正时期，鸡足山大乘教快速

发展，到乾隆时期的１８世纪５０年代已经发展成为跨越云南、贵州、湖

南、四川、江西、江苏及运河沿线的巨大网络。乾隆皇帝意识到其中的

政治风险，命令云贵总督张允随严厉查禁鸡足山大乘教，并迅速拘捕了

约１５００名大乘教和尚，还有不少像杨德渊这样的和尚逃往中缅边境，

其中一大批人流入各大矿区和周围山区，１２尤其在各银矿中，大乘教结

合其他秘密社会组织，在矿工中很快发展起来（犕犪，２０１１）。到乾隆后

期，从澜沧江西岸的银矿区至东岸的盐井区，和尚们的联系网络与银矿

和盐井的贸易体系交叉重叠。也就是说，和尚们的传教网络与贸易物

流网络属于同一个社会体系，成为一个当地土司无法控制的宗教、经济

与政治相重叠的系统。“此等汉僧人数众多，不独勐勐为然。其附近之

孟连、车里、六困、勐班等处，遍地皆是，毋论倮黑、摆夷、蒲蛮等类，无不

奉为神明，牢不可破。”１３在澜沧江边建立的坝卡堡垒控制了澜沧江渡

口和周围的山谷，由三层木栅和深壕沟围护，号称统领千户居民、上万

人口，坝卡堡垒内有数百间草房围绕着中心佛房，周围的五十多个村寨

都能听从其指挥调动。在嘉庆五年（１８００）的一次动乱中，铜金和尚从

佤山调来了由头人李小老率领的约六百人的战士，他们全是铜金、铜登

的信徒。１４

１２．《张允随奏稿》（方国瑜，卷８，２００３）。

１３．台北故宫档案，宫中档，００５３７９，总督书麟奏折，嘉庆五年三月十九日。

１４．台北故宫档案，宫中档，００５３０８，总督书麟奏折，嘉庆五年三月七日。

１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朝上谕档》，第五册（嘉庆五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第３页。倪蜕，《复当事论厂务书》（师范，《滇系》，卷二）；“白羊厂汉回械斗案”（荆德新，

１９８６：１－６１）。

乾隆中后期，在云南南部矿区和澜沧江两岸山区传播不同教派的

和尚不止杨德渊一人。鸡足山大乘教被清政府查禁之后，大量和尚流

亡至中缅边境地区，与天地会、归根教等不同流派的秘密社会组织结

合，清朝官员称之为“厂棍”“香匪”或“会匪”，其人数众多，至嘉庆初年

地方政府已经无法禁止了。１５“向来厂上之人，殷实善良者十之一，而犷

剽悍诡异者十之九。厂中极兴烧香结盟之习。故滇谚有云，‘无香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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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其分也争雄长，其合也并力把持，恃众欺民，渐而抗官藐法。”１６而

且，各大银矿多处边疆山区的土司辖地，政府不易管理。“山箐丛密本

易藏奸，加以铜、银各厂砂丁类，皆犷悍之徒，近因厂情疲滞，更易流为

盗贼。”１７“厂分既多，不耕而食者约有十万人，日糜谷二千余石，年销八

十余万石。又系舟车不通之地，小薄其收，每忧饥殍。藏亡纳叛，不问

来踪，大匿巨凶，因之匿迹。此又民之害也。流亡日集，奸匪日滋，劫杀

勾连，附夷索保，此又民之害也。至若邮递厂文，供亿厂役，种种难罄，

亦无一非为民害也。”１８在地方士绅和官吏看来，矿工组织成为难以管

理又危害治安的一大隐患，而且，维持一个约十万人口的矿山工业和物

流体系，每年需要农业部门供应超过八万吨（约八十万石）的粮食。

在江外山区，半农半商的土著与移民混杂，其中既有倮黑、摆夷、佧

佤、蒲蛮、窝尼、蒙化等群体，也有从外地迁入的商人、短期矿工或者失

业矿工等群体，他们长期往来于澜沧江两岸的盐井区和银矿、茶山各

地，从事盐的贸易运输的人也不少（犌犻犲狉狊犮犺，２００６：１２７－１５８）。也就是

说，其实在威远江流域盐井区与矿区活动的大量人群，并没有清晰直观

的“汉”或“夷”的身份区别。但是，地方官员往往把制造麻烦的人称为

“倮匪”或者“汉奸”，只要给政府制造了麻烦，土著即被称为“夷匪”或

“倮匪”，内地汉人移民即被称为“汉奸”。因此，官方档案中地方官员对

这些组织起来企图“谋反”的人群的分类，并不必然代表他们在当地社

会日常生活中的身份认同或群体身份。就此而言，官方报告常常是自

我矛盾的，正如云南巡抚永保的报告所言：“盖因承平日久，中外一家，

有民人就往夷地耕种者，亦有夷人依附汉人，来内地贸易居住者。历来

彼此结亲，衣冠相混，语言相从，一时亦断不能区别夷汉。”１９随着长期

的地方经济发展、人口流动和社会整合，很难直接区分土著夷人和外地

移民，而且不同族群长期通婚、贸易往来，在澜沧江两岸土司区域与府

州县区域的交界地带，夷人和汉人实在难以截然区分。

１６．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研究室编，《林则徐：奏稿》（上、中、下），中华书

局，１９６５年，第１１４９、１１５３页。

１７．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研究室编，《林则徐：奏稿》（上、中、下），中华书

局，１９６５年，第１１４９页。

１８．倪蜕，《复当事论厂务书》（师范，《滇系》卷二）。

１９．北京故宫档案，宫中档朱批缩微，０４－０１－３１－１７５４－０５，永保奏折，嘉庆八年六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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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清缅战争之后至嘉庆元年（１７９６），虽然银矿生产日渐紧缩，但还

能正常运作；位于深山之中的银矿生产的系统性运作，需要持续的粮

食、劳动力和物料供应以满足大量与整个生产链和供应链相关的人员

的生活需求。但是，经过长期的开采冶炼，矿厂运作成本越来越高，主

要原因是薪炭运输成本不断增加，且劳动力成本也随着开采的深入而

增加。在这种情况下，矿区的物流供应变得日益紧张，物流供应的风险

随之升高。因此，嘉庆初年滇缅边疆银矿的崩溃，除了因矿山资源逐渐

匮乏导致的生产萎缩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物流供应链运作不畅

或中断影响了生产。例如，物资供应短缺或者中断之后，冶炼随之停

滞，造成一部分劳动力闲置，每天的粮食消耗照旧，产出却大受影响，劳

动力成本和生产成本大幅上升。如果不能及时调整，生产就会停滞。

也就是说，矿山生产是一个连续性、网络性且对配合度要求非常高的组

织化运作体系。即便盐的供应不过是整个茂隆、募乃、悉宜等矿山物流

体系中的一小部分，但是作为不可或缺的消耗性生产物料，如果盐的供

应受阻，矿山整体的运作即刻受到影响。一旦部分环节影响了整体的

生产，马上就会出现劳动力剩余的现象。这样一拖延，部分边缘劳动力

将首先被排挤出来，成为第一批失业矿工。

２０．参见《清实录》，乾隆朝，复张允随奏折，茂隆山厂，乾隆十一年，“今在彼打?开矿及走厂贸

易者，不下二、三万人。其平常出入无不带有货物，故厂民与商贾无异”。《清实录》卷之二百

六十九，乾隆十一年，甲午。

由杨德渊、铜金和尚等人建立起来的“五佛五经”政治宗教系统，其

整合、兴起的过程正好是重新整合茂隆、募乃、悉宜三大银矿溢出矿工

的过程。于是，在矿山周边，“五佛五经”政教体系迅速发展起来。可以

说，随着矿山生产和物流供应体系的崩溃，高度组织化的“五佛五经”佛

王体系很快承接了矿工和在周边山区村寨形成的、运作多年的物流支

持系统的统合机制，成为矿山体系的社会替代。举例来说，像茂隆银

厂、募乃银厂这样的大规模矿业系统，要维持任一银厂顺畅运作，至少

需要三万人直接参与，２０其中包括矿工、往来各地运输的马帮、负责烧

炭的村寨（如澜沧老炭山）、提供蔬菜的村寨（例如竹塘的咸菜加工业、

菜地）、提供稻谷的坝区、供应柴薪的村寨、负责贩运盐和铁等物料的村

寨，等等。也就是说，这一带山区大约十万人在短短十年左右的时间失

去了工作，这将带来社会危机。同时，铜金和尚代表了能够迅速将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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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入混乱的村寨组织起来的力量，成为当地民众寻找新出路的重要方

式，其方法是将原来矿工秘密组织的领导力转化为地域性的村寨组织，

以南栅和蛮糯为中心、以世袭的佛王为政治首领和宗教宗师，即由南栅

“佛王”（拉祜语称之为“厄沙佛祖帕”或“洛底帕”，意为作为王、龙或皇

帝的佛爷）、区域性的五佛爷和佛房及村寨佛房组成的三级佛王体制，

民众称之为“五佛五经”，官方文献称之为“四大佛房”“五佛房”“六佛”

等。２１在这一发展过程中，铜金和尚脱颖而出成为领导山区民众与孟连

土司、勐勐土司和耿马土司对抗的领袖，短期内山区村寨仍然能够从坝

区获得粮食，补充因矿山收入损失而减少的粮食供应。因此，嘉庆初年

不时碰到的春旱虽然导致粮食减产并加剧了山区的粮食短缺，但主要

的问题是当矿山生产及供应链运作不畅时，如何解决区域性人口集中

形势下因现金收入不足导致的粮食供应短缺的问题。当然，经过一段

时间的发展，“五佛五经”体系下的山区梯田水稻种植也发展了起来，粮

食供应逐渐实现了平衡。

２１．岑毓英，“酌议倮黑改设镇边厅事宜折”，收入《岑毓英集》（岑毓英，２００５：４１２）；参见《新纂

云南通志》，第７册，卷１７６土司考：“附录镇边厅夷族及土官”（周钟岳，２００７：７２９－７３０）。

２２．北京故宫档案，宫中朱批缩微，０１－３１－１７５２－３，富纲奏折（嘉庆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２３．参见《道光云南通志》，“食货志·物产 盐法”（方国瑜，卷１２，２００１：５６３）。

具体来说，嘉庆元年（１７９６），威远同知孙峻德下令禁止威远江流域

各盐井的灶户以私盐或余盐方式向澜沧江西岸山区各地供盐，将长期以

来与山区的交换和贸易列为“走私”。“以灶户走私有碍官引，严行禁止。

倮夷无盐可换，未免日食稍艰，遂勾结边外野倮，窜入勐撒江内之牛肩

山，欲抢井地。”２２此外，当云南各地官员因上级查办盐课被挪用导致的

亏空之时，江外茂隆、募乃和悉宜三大银厂的生产也正因资源日益枯竭、

生产成本不断上升而停滞不前，加之盐的供应链骤然断裂，很快引起了

一系列连锁反应，例如大米、油、薪炭的供应受阻，致使矿区生活、生产成

本上升，劳动力成本提高、生产亏损，三大银矿的生产体系加速萎缩甚至

停滞。随之引发了社会反应，即失业工人大量卷入到由矿区经济萎缩引

发的地方政治动荡之中。嘉庆五年（１８００）至嘉庆八年（１８０３），由盐政危

机引发的社会冲突日趋严重，云南盐政不得不将盐的供应逐渐改为由民

间自行运输销售，危机得以稍稍缓解。２３不过，由盐政危机与矿山资源枯

竭引发的矿区社会失范及由此激发的一系列山区社会的重新整合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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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变化已经一发而不可收。可以说，这是乾隆时期长期积累的社会经济

和政治矛盾在嘉庆初年的一次集中爆发。矿山物流供应不畅、盐政危

机、矿区生产成本上升，共同导致了矿工的相对过剩，大量失业矿工从矿

区溢出，致使周围山区的社会经济生态失去平衡。嘉庆五年之后，滇缅

边疆陷入了无休止的社会动荡，整体而言，这是清代云南矿业经济衰退

的第一步，其后的回民起义则是第二步（马健雄，２０１４）。

从直接诱发因素来看，银矿萎缩是因国家政策变化引发的社会经

济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却环环相扣，与此后山区社会的剧烈变迁密切相

关。大量失业矿工于嘉庆五年（１８００）至嘉庆十五年（１８１０）间在耿马、

勐勐、孟连一带山区徘徊；当然，也有一些矿工积极寻找出路，有的转移

到新开的涌金厂、白羊厂、金牛厂等银铜矿区，有的则努力开办新的矿

厂。在进攻李文明之后，清政府也鼓励失业矿工在勐勐一带寻找新的

银矿，但成效不大。２４在这样的情境下，山区倮黑在铜金和尚的影响下

２４．参见“白羊厂回汉械斗案”（荆德新，１９８６：１－６１），北京故宫，宫中朱批缩微，０４－０１－３１－

１７５２－０３；“厂民杨云升等，具呈以猛猛（勐勐）南马河一带产有银沙，矿苗显露。该处皆属荒

山，毫无干碍，恳请开采。”“嘉庆五年，适逢白羊、金牛等厂获铜较旺，是以抽课丰盈，迨至七年

额课较六年更为短缺。”嘉庆八年觉罗琅奏折《厂课衰旺糜常，年抽课难以定额》（中国人民

大学清史研究所、档案系中国政治制度史教研室，１９８３：５７５）。

组织起来，卷入了山区社群与勐勐、孟连等土司对抗的政治冲突中，这

一系列冲突主要发生在嘉庆元年（１７９６）至嘉庆十八年（１８１３）。

（二）地方官员的策略

在建立山区佛寺、掌控佛房控制权的过程中，铜金和尚还频繁与各

地商人接触，控制了募乃银厂及邻近地区的私盐贸易。威远江是澜沧

江东岸的一条支流，在沿江河谷中，集中分布着抱母井、茂篾井、香盐井

等九个盐产区，按官方定额年产盐２００余万斤（谢体仁，２０１６：１４６）。实

际上，威远江沿岸的盐产量远远多于定额（约９００万斤），原因即澜沧江

西岸大量人口的生活用盐及各大银厂的生产用盐一直由威远江沿岸各

大盐井供给。铜金和尚甚至与威远厅的盐井课长周文学分工合作，成

为私盐运销的合伙人，周负责向铜金和尚供应产盐，铜金则与商人们合

作负责向各银厂及山区村寨提供私盐。

在澜沧江东岸的各府州县，即直接负责管理与联络耿马、孟连、勐

勐等地土司事务的普洱府威远厅和思茅厅、北部顺宁府所属的缅宁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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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地方官员非常在意边疆秩序的安定。由于各大银矿区在嘉庆四年

（１７９９）之后产量锐减，越来越多的矿工失去了工作，他们四处活动，间

或到富裕坝区抢劫粮食，组织起来的山区村寨甚至拒绝向土司缴纳赋

税。意识到山区失业矿工问题逐渐威胁到了社会的安定，云贵总督书

麟等人与各地方知府、知县积极筹划，设法寻找清政府在山区的代理

人，以达到缓和山区社群与土司的矛盾、平息争议、稳定社会秩序的政

治效果。自然，铜金和尚成为地方官员心目中的绝佳人选。地方官员

希望利用铜金和尚的宗教影响力和地方人脉关系，协助自己处理盗劫

案件、协调山区村寨与孟连土司之间的争议。

另一方面，清缅战争之后，云南各地方政府由于战争期间的军需物

资供应、运输劳役等开支积累了大笔财政赤字。随着时间的流逝，经手

官员离任之后，账目更加难以追查，从云南省至各府州县，地方财政亏

空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调用军队来解决山区治安问题，地方官员

及财政显然难以承受。嘉庆四年（１７９９），总督、知府等地方官员向朝廷

建议采取招抚策略，向铜金和尚授予土司职衔，让他帮助地方官管理山

区民众。地方官员的建议和讨论源源不断地以奏折的形式传到紫禁城

中的皇帝手里，嘉庆皇帝事无巨细地参与并主导了对铜金和尚采取或

“剿”或“抚”的政治措施。不过，从嘉庆四年（１７９９）至嘉庆十八年

（１８１３）的十多年间，从故宫档案中可以看到，不论是皇帝、地方官，还是

铜金和尚及孟连土司，不同的参与者以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参与到事件

的协商过程中，在相互摸底的拉锯中谋求各自的利益，但是他们对此时

边疆社群面临的清朝和缅甸两个国家的政治大局却茫然无所适从。因

此，银矿生产的萎缩、孟连土司管理体系的崩坏，缅甸和暹罗在中南半

岛的兴起，在这些外在条件和政治地理格局的限定之下，皇帝的决策和

铜金和尚的谋划都被限定在一个边疆政治的地方性框架内。

嘉庆五年（１８００），铜金和尚应威远地方官的要求，帮助官府捕获了

率领山区民众和失业矿工渡过澜沧江到盐井区抢劫的杨金等邦奈一带

的村寨头人。铜金跟知府、道台协商，承诺协助维持“江外”即澜沧江西

岸山区的社会秩序。在银矿萎缩、失业矿工四处流动寻找生活出路的

情况下，孟连土司不时向清政府报告社会治安恶化、坝区摆夷村寨遭到

山区强人骚扰和抢劫的问题。地方官当然不愿意让事态扩大、自找麻

烦，否则考核升迁也会受到影响；同时铜金和尚又保证，自己完全有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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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维持这一带山区社会的稳定局面，更不会给官府和土司找麻烦。但

是，铜金提出要求，三年之后即嘉庆八年（１８０３）时，官府应该对他的成

绩给予表彰。也就是说，他需要国家的正式授权使自己控制山区社会

的权力合法化。铜金进一步提出要求，请求官府允许他还俗，更名为张

辅国，这样他才能担任世俗的官职。铜金明白地方官也希望他这样做，

在一定程度上，向皇帝提出合法化铜金的官方代理人身份的要求是铜

金和尚与地方官的合谋。但是，这一要求必然在制度上削弱孟连土司，

因为在山区新设官员意味着该地区部分地被“改土归流”。对康熙、雍

正、乾隆这样的皇帝来说，改变边疆的政治框架恐怕不是太大的挑战，

但是对新登基的嘉庆皇帝而言，他做决定时就小心谨慎，不愿冒险。就

铜金一事，地方官员其实并不了解皇帝的想法。

２５．《张允随奏稿》，“乾隆十一年二月二十日”（方国瑜，卷８，２００１：６７９）；茂隆厂在乾隆十六年

时矿工在二至三万人之间（乾隆十六年六月丁已），至乾隆二十九年时开炉二十五炉，参见《清

实录高宗实录》，乾隆十六年六月丁已。

２６．北京，故宫档案，宫中朱批缩微，０４－０１－３１－１７５９－３。

２７．北京，故宫档案，宫中朱批缩微，０４－０１－３１－１７５６－１。

２８．《清实录高宗实录》，乾隆十年，九月癸酉。张允随奏。

经过长期的开发，波龙银厂在清缅战争中被摧毁，茂隆厂于嘉庆五

年（１８００）关闭、２５募乃厂于嘉庆十五年（１８１０）关闭、悉宜厂于嘉庆十七

年（１８１２）关闭。十多年间，银矿生产停滞，一方面是因为矿山生产萎

缩、物流不畅、开采成本上升，产量锐减导致越来越多的矿工失业，这些

失业矿工也加入到以铜金等为首领的倮黑队伍中，到澜沧江以东各地

或耿马、勐勐土司辖地抢劫粮食。２６另一方面，孟连土司无法有效控制

募乃银厂，银矿的定额银课长期拖欠（募乃厂为定额税，茂隆厂、悉宜厂

则为“尽收尽解”的比例税制）。在南部的下改心，孟连土司向山区民众

的派款不断加码；北部上改心地区的民众则联合抵制，将勐勐土司驱逐

到缅宁，要求清政府在勐勐实施“改土归流”，废除勐勐土司大量摊派的

“夫马”运输劳役以及额外的税赋银两。２７早在乾隆十年（１７４５）时，勐缅

即因地方民众向云贵总督申述土司摊派繁重，又“沟通缅甸”，希望政府

“改土归流”，２８次年勐缅即“改土归流”，设置缅宁厅。因此，李文明等

人组织山区民众将勐勐土司罕朝鼎驱逐到缅宁后，即以“民众希望将勐

勐地方仿照缅宁方式‘改土归流’”的理由要挟土司。嘉庆元年（１７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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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倮黑和失业矿工为主的山区民众开始在北部山区的蛮糯、坝卡聚集，

他们切断了交通线，占据了勐勐城，完全控制了北部的澜沧江渡口。这

次行动的领导者李文明借助铜金和尚的宗教影响，以坝卡为中心，在澜

沧江西岸的村寨中广建佛房，将原来蛮糯佛寺的影响进一步向基层扩

大，通过在山区村寨发展信徒进行宗教和政治动员。很快，以坝卡、蛮

糯两地为中心，有超过七十个村寨参与了驱逐勐勐土司的行动。李文

明等人控制了联接大蚌渡口、打环渡口的丙别市场后，又在坝卡等地建

设了六个军事堡垒，从坝卡、蛮糯、丙别通往勐勐和矿区的交通及物流

往来被切断。嘉庆五年（１８００），顺宁知府上报总督，在总督书麟的指挥

下，清政府派军队从缅宁和威远东北两面夹击，攻占了这一带村寨，李

文明等首领被杀，铜金和尚率领众信徒投降。２９为了平息山区民众对勐

勐土司罕朝鼎的愤怒，总督将逃亡缅宁的勐勐土司罕朝鼎发配到大理

府太和县，交给当地官员看管；命令他的儿子继承土司的职位并废除了

不合理的摊派和劳役。３０但是皇帝并没有实施“改土归流”的决心，在嘉

庆时期，应付各地以宗教运动的形式发起的政治抵抗成为清政府主要

的治理压力，“改土归流”不再成为皇帝与朝臣们讨论的政治议题。

２９．北京，故宫档案，宫中朱批缩微，０４－０１－３１－１７５２－２。

３０．北京，故宫档案，宫中朱批缩微，０４－０１－３１－１７５６－１。

３１．北京，故宫档案，宫中朱批缩微，０４－０１－３１－１７５４－１４。

云贵总督书麟清除李文明势力之后，考虑到在当地驻军的困难，且

铜金作为宗教领袖又积极向政府靠拢，属于值得招安、可资利用的势

力。总督于是支持铜金和尚统合山区各派势力，希望铜金能够在三年

内帮助清政府清除南部杨金的势力。云贵总督书麟许诺，如果能够达

成这样的目标，三年后即嘉庆八年（１８０３），清政府可以正式委任铜金和

尚为地方官。嘉庆五年，杨金等人率领两千多名山区民众（其中包含不

同的人群，有土著、失业矿工、外地移民，但是清政府统一将其视为“倮

黑匪”和“汉奸”），过澜沧江占据了威远牛肩山，试图占领威远江盐井

区。３１嘉庆八年（１８０３），清政府调集军队，将杨金的势力驱逐到澜沧江

以西。对总督和府州县官员来说，如何安定边疆社会秩序是一个极大

的挑战。在他们的谋划中，一方面要鼓励和支持矿工寻找新的矿源，另

一方面要努力招安铜金和尚，希望利用铜金和尚的宗教影响力，由官府

向他授权，让他代表政府来管制山区，并缓和与土司的矛盾。此外，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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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们希望尽快平息冲突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考虑到地方政府的财政压

力。在盐课危机还没有解除的情况下，调动军队在澜沧江以西的山区

发动军事行动对地方政府来说是极大的挑战。当地产粮有限，驻扎军

队时粮食运输困难；江外山区崇山峻岭面积广大、森林茂密，加之夏季

疟疾爆发无法驻防，战争只能在冬天进行，战事结束即须撤退。既然无

法在当地驻军，短期的军事行动并不能解决长期的社会问题。也就是

说，失业矿工、山区村寨与土司之间的矛盾，土司体制内部的问题以及

边疆土司之间复杂的政治关系，由此引发的冲突并非短期的军事行动

能够解决。云贵总督伯麟及地方府州县官员刚刚经历过与缅甸的战

争，他们深知在澜沧江以西驻扎军队将面临疾病与后勤供应的巨大风

险。既然无法长期派军队驻守，皇帝也同意采取招抚铜金的政治策略，

加之嘉庆五年（１８００）既已许诺委任铜金和尚为官，３２因此，嘉庆七年

（１８０２）四月，威远同知委派茂篾盐井课长周文学作为联络人，与铜金和

尚联络，请铜金帮助清除杨金势力，另一个矿山首领周君宠也愿意帮助

官府招抚铜金。３３周文学虽然是盐井税官，但通过铜金和尚与矿商有生

３２．北京，故宫档案，宫中朱批缩微，０４－０１－１７５４－１５，永保奏折（嘉庆八年九月十四日）。

３３．北京，故宫档案，宫中朱批缩微，０３－１６５－７８６２－４４，嘉庆八年五月二日。

意往来，也就是说，铜金在蛮糯、南栅佛寺还参与了盐井与矿山之间的

私盐供应，并且与各种各样的商人联系密切，扮演了矿工和矿商的保护

者和中间人的角色。

作为宗教导师和地方村寨信任的政治领袖，铜金和尚与缅宁、威远

等邻近州县的地方官不断进行着相互试探和协商，以谋取最大限度的

政治利益。这个过程也通过总督、巡抚的奏折不断地传达到紫禁城，嘉

庆皇帝甚至直接提供了指导意见。这样，嘉庆皇帝、铜金和尚、孟连土

司、地方官和各路商人就澜沧江西岸的事态变化共同协商、摸索，同时

也相互试探、角力。

铜金和尚明白政府的招抚策略和地方官的想法。他通过周文学回

复威远同知说，僧人没有合法的官方身份，就无法帮助政府查拿犯人、

不能代理官府管理山区村寨的职责。铜金和尚借机表达了愿意为官府

服务的强烈愿望。作为出家僧人，这样做是不合法、不合情理的，因此

他请求官府颁发官印、授予自己官职，让他成为政府的一名官员，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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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能听从命令。出于稳定边疆的考虑，顺宁、普洱两地知府和地方军

事首长、驻普洱镇的迤南道道台、顺宁协的参将等人都积极支持铜金和

尚的请求，并通过云贵总督向皇帝报告。嘉庆皇帝虽然同意了招安铜

金的政策，但拒绝了授予他正式官职的请求。在上谕中，嘉庆皇帝作出

如下判断，“孟连与铜金势不两立，将来必有事故”。３４很明显，如果官府

任命铜金为地方官员，就等于部分废除了孟连土司的权力，必然引起孟

连土司对地方官的怨恨，也可能引发更多的政治冲突，但是铜金和尚的

势力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取代孟连土司的地步。最后，地方官基于皇帝

的意见，向改名后的张辅国发放了官服（顶戴、官印、银牌），并发放白银

５０００两作为酬劳。

３４．北京，故宫档案，宫中朱批缩微，０４－０１－１７５４－１５，永保奏折（嘉庆八年九月十四日）。

地方官的考虑与皇帝不同，他们认为铜金和尚远没有皇帝认为的

那么不可信任，更重要的是他可以帮地方官解决很多麻烦。嘉庆八年

（１８０３）夏天，铜金和尚渡过澜沧江面见了主要的地方官员，给地方官员

留下了深刻印象。云南巡抚永保和云南提督乌大经派人通知孟连土司

刀派功过澜沧江到威远，与普洱镇总兵书成、顺宁府知府福桑阿、威远

同知刘大鼎在勐嘎（今景谷县永平）会面。云南南部所有重要官员按计

划会集，希望调解孟连土司与铜金和尚及山区民众的矛盾。为了按时

会见官员，铜金和尚等人七月二十日就来到澜沧江边大蚌渡口，但是因

雨季江水大涨，无法过江，一直在江边等待水退，直到八月十七日才过

江与等候他的官员见面。跟随铜金一起到来的头人们报告说，孟连土

司一向苛刻对待山区民众，近年增加了很多摊派。过去三勐五圈一带

（即下改心地区，今澜沧县）山区民众总共应缴的定额钱粮为一百多两

银，孟连土司要求增加到一千两，各村寨的头人都在抵制。自从嘉庆五

年（１８００）总督书麟委派铜金为地方土目后情况就变了，头人们向官员

报告说，目前在山区愿意服从铜金的村寨人口加起来有两万多。而且，

铜金只不过是个和尚，孤身一人而已，大家愿意听铜金的，是因为他讲

道理、办事公道，而且大家也并非要反叛土司，主要是因为土司的摊派

太多，无法承受。官员们表示，那些应该缴纳的钱粮还是要缴，否则就

是造反了。头人们和铜金向官员表示，既已归顺天朝，情愿将钱粮交给

地方官，由地方官转交给孟连土司，这样不至于受到盘剥。官员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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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此等钱粮是孟连土司应该收的，如果由内地官员来收，就是内地官

员干预土司事务了。而且，由内地官员代收后转交给土司，这是体制所

不允许的。在这里，地方官员强调了体制的重要性。不过，地方官员的

意见是请头人们与铜金协商，让铜金向山区村寨收税。既然三年前云

贵总督书麟已经委任铜金为土目，现在皇帝也同意了让铜金还俗改名

为张辅国并颁发了印信，他可以自称“土目张辅国”，也可以使用公文禀

贴向孟连土司报告，他的上司还是孟连土司，税银则由张辅国代收并转

交土司。这些山区头人出具保证书，并交给政府官员。地方官虽数次

通知，孟连土司最后仍然回信表示：现在正在处理重要的边防事务，无

法分身前来与铜金和尚调解，只要官府商议决定，孟连土司一定遵从。

地方官员因此判断，孟连土司不敢出席，恐怕是自己理亏，更担心自己

的问题被倮黑头人们揭发，所以不敢来对质。府州县官员们也觉得孟

连土司处理失当。本来是孟连土司向官府控告铜金和尚侵占土司辖

地，结果被控告的人都来聆讯了，原告反而托故缺席。这件事让地方官

对铜金的态度大为改观：他们一方面觉得铜金态度恭顺，另一方面觉得

铜金得到民众的支持，与孟连土司大不一样。在奏折中，云南巡抚写

到，“其向称僧人者，并非和尚，竟系喇嘛，着黄衣，与西藏无异。又加以

素日甚能笼络人心，机巧诡诈，所有土司扰累众人之事，而张辅国皆矫

其弊而行之，是以众夷心悦诚服。看其光景，于内地可保其暂且无事，

而日久力量逐足，其附近各土司之人，亦难保其不无渐次收笼”。３５地方

官预料到了铜金改名张辅国后影响势力会迅速扩展，不过对比孟连土

司的行为，铜金反而赢得了地方官员的同情和支持。

３５．北京，故宫档案，宫中朱批缩微，０４－０１－３１－１７５４－１３。

于是，地方官向铜金保证，待还俗以后只要他能够打败其他南部山

区不服从土司、经常过江骚扰盐井一带的杨金、罗小二、鲁倮罗等人的

势力，特别是如果能够捕获杨金和罗小二的话，地方官还会颁发更高等

级的官印、授予他正式官职。也就是说，地方官一方面支持张辅国继续

统合山区各部分力量成为山区共主，另一方面也借此向孟连土司表明

官方的立场，将三勐五圈即孟连土司管辖的大半区域，直接划归张辅国

管辖。换句话说，地方官员们承认并支持张辅国的领导，但他仍未得到

皇帝的正式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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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嘉庆皇帝的反应

就是否批准授予铜金和尚（即张辅国）官职一事，嘉庆皇帝明白这

是要在处理铜金和尚与孟连土司的关系上做出决定，这个决定关系着

边疆土司制度是否需要更改的问题。嘉庆皇帝此时并不清楚孟连土司

所面临的困境，也不明白东南亚局势的转变正如何重塑着云南与缅甸、

暹罗的关系。不过，这一变化中的政治地理格局缓慢地影响着孟连、勐

艮、车里等土司与缅甸和清朝的往来方式，也间接影响着山区民众的日

常生活。接到永保的奏折后，嘉庆皇帝首先做出的反应表明他采取了

保守策略：因事涉朝廷对土司制度的立场和态度，因此绝不进行任何修

改，一旦在孟连土司的辖区任命了新官职，就意味着改变了孟连土司的

官方地位，官府必须给出一个理由。彼时，清缅战争刚刚结束，朝廷不

久前欢欣鼓舞地接待了恢复朝贡的缅甸国王派来给太上皇祝寿的使

者；在战争中，清朝失去了勐艮和木邦两个土司的控制权，木邦土司全

家因忠于朝廷，被迫迁到云南安置，缅甸占据了木邦之后，另设新的土

司；勐艮也处于清朝、缅甸和暹罗三国的拉锯局势之中。但是，关于孟

连土司为何不能出面与地方官员接触、缅甸一方如何影响了孟连土司

的活动，嘉庆皇帝并不了解。

３６．北京，故宫档案，宫中朱批缩微，０４－０１－３１－１７５４－１５（嘉庆八年九月十四日）。

因此，除了简单判断出孟连土司与铜金和尚的关系是涉及边疆政

治制度的重要问题之外，嘉庆并不愿意做出任何决定来改变现有制度，

他只希望能够维持土司制度，照章办事。３６他认为，如果任命了铜金，就

等于部分废除了孟连土司的职权，可能引发孟连土司对地方官员的怨

恨，甚至引发更多的政治冲突。于是，嘉庆指示地方官员，对于铜金，可

以奖励但不能授职，当然可以准许他改名为张辅国，也可以颁发官服、

顶戴、官印、银牌和奖金，酬谢他帮助官府捉拿凶犯、维护商路的畅通。

既然皇帝这样安排，地方官只能照办。地方官向孟连土司发文称，现在

官府任命张辅国为管理南兴地方的土目，给予官服、顶戴，颁发木质钤

记而非官印，但他仍然是孟连土司辖下的一名地方土职，代理孟连土司

向山区村寨收税的事务，即定额税“山水银”，之后须由张辅国转交孟连

土司。

铜金和尚虽然改名为张辅国，但是他的策略并没有完全成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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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知府、总督等官员估计，改名之后张辅国的身份已经部分官方化、合

法化，在孟连土司羸弱的情况下，他的政治势力必定迅速膨胀。不过，

相比孟连土司的不善沟通，张辅国在文化上、语言上与官员们能够相互

沟通了解，在情感上他们更加偏向张辅国。张辅国被授予“南兴土目”

一职，作为宗教导师，本来他的控制中心是距离南兴百里之遥的南栅佛

寺，然而南兴是澜沧江渡口通往募乃银厂的交通咽喉，占据了南兴就很

容易控制募乃银厂。对此，嘉庆皇帝和高级官员并不了解，不过像威远

厅的盐井课长、威远同知这样的地方官员自然非常清楚。第二年即嘉

庆九年（１８０４），张辅国完全控制了募乃银厂，孟连土司再也收不到募乃

厂的银课。张辅国领导下的倮黑山“五佛五经”势力已经逐步向南扩散

到车里（西双版纳）土司所辖的山区。嘉庆十年（１８０５），整个澜沧江西

岸原来由孟连土司管辖的山区五圈，即五个缴纳定额税的“圈”一级赋

税区域，已经完全被张辅国控制。地方官员对张辅国的工作极为满意，

云贵总督伯麟向嘉庆皇帝报告了张辅国对管理地方的重要性，并请求

皇帝给予张辅国更高级别的正式官职。嘉庆皇帝一再指示，决不能授

予张辅国官职。

嘉庆九年（１８０４）正月，铜金改名为张辅国后组织武装围攻杨金，将

杨金斩首。这样，他管辖的人口达到三万多人，包括土著倮黑、佤和不

同来历的汉人移民，其中两万多人是以南栅为中心的居民，一万多人是

原先由杨金管辖的南部山区居民。３７他以南兴土目的名义制作了一百

五十面银牌（奖章）颁发给各村寨头人，正式确定了南兴土目与各村寨

的关系。嘉庆四年至嘉庆九年，五年时间，张辅国成为上改心及下改心

地区的实际统治者，获得了官府的授权并控制了通往募乃银厂的交通

线，代理官府收税。但是，嘉庆皇帝坚决反对地方官向张辅国正式授予

官职的提议。嘉庆九年四月，在讨论如何嘉奖张辅国时，嘉庆皇帝坚持

认为无论铜金改名张辅国后如何竭力为朝廷办事，始终“只可加赏，不

可授职，此人终不可信用，后必为蛇足之患”３８。

３７．北京，故宫档案，宫中朱批缩微，０４－０１－３１－１７５４－６（嘉庆九年四月初二日）。

３８．北京，故宫档案，宫中朱批缩微，０４－０１－３１－１７５４－６（嘉庆九年四月初二日）。

此后，张辅国进一步请求官府授予更正式的官职时，官方总是以赏

赐绸缎应付。既然皇帝认为张辅国不可信任、不能以正式官职任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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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也不敢以更高的封官来满足张辅国的要求。显然，张辅国也意识

到向官府索取权力已经到了极限，不再有进取空间，也就放弃了与官府

更加接近的努力。此后，张辅国调整策略，与孟连土司展开了直接对抗

以扩大自己的影响，致力于将整个江外山区整合到以南栅佛房为中心的

政教体系中。嘉庆九年（１８０４）以后，张辅国逐渐将山区的纳税人口从孟

连土司手中转移到南栅佛房控制的范围之内，孟连土司失去了地盘。张

辅国迅速将控制范围扩大，政治力量也越来越强。至嘉庆十年（１８０５）前

后，澜沧江以西的山区逐渐成为南栅佛房体系的控制范围，“五佛五经”

的山区村寨佛房体系形成，由张辅国的子孙后代继承南栅统治权的“佛

王”政教体系稳定下来，一直持续到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前后。３９

３９．岑毓英，“酌议倮黑改设镇边厅事宜折（光绪十四年四月十六日）”（岑毓英，２００５：４１２）。

就孟连土司一方而言，长期以来，土司职权的继承问题始终困扰着

历任土司，内部的分裂和冲突持续削弱孟连土司的力量，导致其不但失

去了对银矿的控制，对张辅国势力的挑战也束手无策。问题是，孟连土

司既然已经向官府控告了铜金，为何又不敢与铜金等人一同会见地方

官员呢？这一方面与孟连土司内部复杂的继承权争议有关，另一方面

孟连土司因内乱失去了对募乃银矿的控制权，拖欠了大量矿税以致不

敢面对官府。

作为官方权力的最终来源，皇帝认为张辅国必为“蛇足之患”的时

刻，也就是张辅国被限定为只能成为官府“蛇足”的时刻。显然，皇帝是

在缺乏对缅甸政局的了解、对边疆社会状况和银矿区社会面临崩解的

局势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出于维护边疆稳定的愿望做出的决定。此后

局势的发展表明，皇帝的态度逼迫张辅国走上了一条与清朝国家对抗

的道路；而此时的孟连土司因为职权承袭、暹罗的入侵和缅甸的强势，

正逐渐失去管理日常事务和维持地方安定的政治功能。

（四）张辅国的兴起与孟连土司的衰落

张辅国崛起的几年，正值新任孟连土司刀派功年幼，土司事务全权

由其叔父刀派尚掌控的时期。在此期间，依附于暹罗曼谷王朝的戛于

腊势力随着清缅战争后缅甸势力的收缩而强盛起来，并不时入侵勐艮

土司辖地，威胁着孟连（孙来臣，２０１０：９２－１０２）。孟连土司因其与勐艮

接壤的关系，或者向缅王示好以寻求保护，或者向暹罗靠近以联合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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艮。对于孟连土司的两难境地，顺宁府、普洱府一方既无能为力，也不

愿牵涉其中。此时，清朝政府的角色在云南、缅甸、暹罗交界一带的土

司关系中已经完全退出，全然放弃了清缅战争之前在军事上对这一带

的控制。在这样的情境下，张辅国能够迅速崛起是因为他了解到，此时

的孟连土司完全处于在缅甸和暹罗的夹缝中疲于奔命的困境；另一方

面，地方官考虑到清缅战争后得之不易的喘息机会，竭力避免牵涉到孟

连土司与暹罗和缅甸的三角关系中，地方官主张以张辅国为替代，寻求

维持山区社会稳定的办法，这同时也是维持边疆局势的稳妥策略。

在云南与缅甸交界的耿马、孟连一带土司辖地，通常“勐”是坝区的

政治组织，“圈”是山区的政治组织。在孟连土司的管理体系内，明末清

初以来，孟连宣抚司统辖怒江与澜沧江之间的区域，北部与耿马宣抚司

以小黑江（辣蒜江）为界，南部与车里（今西双版纳）以景迈茶山南缘的

勐满为界。清初云贵总督张允随称其方圆两千余里，其行政范围可分

为九勐、十三圈。明初以来，孟连土司一直属于永昌府的管辖范围，土

司的继任承袭事务都要经由永昌府知府向朝廷礼部申报，但是土司属

于武职，隶属于兵部。按照驿站制度，孟连土司到永昌有二十八站，距

离普洱府、镇沅十四站。清乾隆二十八年（１７６３），孟连改属顺宁府。明

后期以来，孟连土司辖地内的募乃银厂即已开采，至康熙五十八年

（１７１９），土司刀派鼎向北京进贡大象，并开始缴纳募乃银厂税银每年

６００两，另加上明代以来每年缴纳的差发银４８两。此时，在募乃厂聚

集的矿工、商人等约一万多人。刀派鼎获得清政府的认可之后，银矿开

采的规模进一步扩大。至雍正八年（１７３０），由于孟连土司曾派兵帮助

清政府在威远镇压抵抗“改土归流”的摆夷土司和倮黑等山区民众，作

为奖励，清政府将银课减为３００两。４０

４０．参见《张允随奏稿》（方国瑜，卷８，２００１：５７１）《云南史料丛刊》；参见刀派汉、刀建民等译，

《孟连宣抚史》（刀派汉、刀建民，１９８６：１０）。

雍正十年（１７３２），土司刀派鼎去世，土司正妻（掌印夫人）无子；妾木

氏八岁的儿子刀派春理当继任土司，但是刀派鼎的堂兄弟、勐朗（今澜沧

县勐朗坝）头目刀派烈控制了实权，孟连正在申报刀派春继承土司职务

之时，刀派烈又被竞争对手刀派猷杀死。乾隆元年（１７３６），刀派猷将刀派

春母子迁到孟连与勐艮的边界勐马监护起来。鉴于孟连长期群龙无首，

·１８·

“佛王”与皇帝：清初以来滇缅边疆银矿业的兴衰与山区社会的族群动员



勐勐土巡检（即勐勐土司）罕戴亲联合募乃银厂的客长、课长等人，联名

向永昌府知府和军事机构永昌镇及云贵总督报告此事。至乾隆十二年

（１７４７），云贵总督张允随派遣永顺镇、普洱镇的军官们出面，将刀派猷全

家送到昆明监视居住，并宣布由刀派春接手土司事务，将刀派春母子安

置到募乃银厂保护起来，孟连的局势才逐渐安定下来。乾隆二十七年

（１７６２），刀派春被流亡至波龙银厂、石牛银厂的南明永历遗民集团首领宫

里雁杀死，清政府抓获并处死了宫里雁，又立刀派春的儿子刀派先为土

司。４１但据地方官报告，刀派先与缅甸雍籍牙国王有亲戚关系，与缅甸国

王往来密切。４２同时，雍籍牙与暹罗的军队在孟连、勐艮一带发生了冲

突。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１７６２），缅甸雍籍牙（木梳）军队渡过怒江，进占

耿马土司和孟连土司领地，云贵总督命令茂隆厂矿工组成民兵配合耿马

土司防守怒江渡口，清缅战争爆发。４３

４１．《清实录》，乾隆实录，乾隆二十七年十月癸巳。

４２．《清实录》，乾隆实录，乾隆三十一年正月丙戌。

４３．《?清实录?有关云南史料汇编》，“高宗实录”卷７２５，第１卷，第２８２页。

４４．《清实录》，乾隆实录，乾隆五十六年二月乙丑。

勐艮土司去世后，乾隆三十二年（１７６７）勐艮发生了两兄弟因争袭

土司引发的冲突。清政府支持哥哥召丙，缅甸雍籍牙国王支持弟弟召

散，此时清缅战争已进入第五年，双方处于胶着拉锯的状态，召散请求

缅王雍籍牙攻打召丙，召丙向云贵总督求援，清政府派哈元生率军到达

勐艮，驱逐了缅甸军队（刀派汉、刀建民，１９８６：１８）。结果，缅军掉头反

扑，沿怒江北上攻占了孟连、耿马和车里（今西双版纳），接着又占领了

募乃银厂和上允等地，后因清军的攻打才撤回阿瓦。战争期间，孟连土

司刀派先病死，下勐允头人刀派新被立为新的孟连土司。至乾隆五十

六年（１７９１），刀派新之子刀派功继承了土司职位。４４由于刀派功年幼，

由上勐允土司刀派尚代理土司职务（刀派汉、刀建民，１９８６：２２）。

刀派新、刀派功任土司时，经过清缅战争，孟连遭受到巨大的打击。

此时，募乃银厂已经被铜金和尚领导的山区倮黑势力控制，当衰落的孟

连土司已经无法从募乃银矿征收矿课之时，孟连每年还需要向清政府

缴纳固定厂课银３００两。清缅战争结束后，随着清朝政治实力的衰退，

缅甸又开始向孟连索要银矿税和门户税，迫于军事压力，孟连土司不得

不向缅甸国王缴纳每户五钱银的门户税。羸弱的孟连土司一方面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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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银矿的利益，另一方面还要向清朝和缅甸两边交税，陷入了财政困境

（刀派汉、刀建民，１９８６：１８）。既然清政府在与缅甸的战争中无法获胜，

也无力出兵保护自己免受缅甸雍籍牙王朝的攻击，孟连土司只好自己

想办法对付，不能不向清政府和缅甸国王交银课，就只好向山区村寨多

收银两。可是这样一来，必然遭到山区民众的抵制，铜金和尚乘机崛

起，此时正值孟连新任土司刀派功年幼、孟连土司大权由上允土司刀派

尚掌握的时期。勐艮（景栋）与孟连两地土司之间长期维持着紧密的联

姻关系，孟连土司刀派功看到银厂被张辅国控制，设法获得勐艮土司的

援助夺回募乃银厂。刀派功向母亲的娘家勐艮土司求助出兵，许诺联

合打败张辅国的佛王政权之后，愿意将孟连土司三个勐的土地割让给

勐艮作为交换。此时，勐艮土司的弟弟正被暹罗囚禁在大城（阿育他

雅），勐艮土司时常要寻求缅甸国王的支持和保护，免不了受制于缅甸；

而缅甸、暹罗之间围绕着勐艮产生的冲突又影响到孟连的稳定。可是，

年轻性急的刀派功又向邻近的孟养土司求助，许诺如果孟养土司能出

兵打败张辅国，他可以重新划分孟连与孟养之间的边界。嘉庆十年

（１８０５），刀派功带了三百名兵练到勐艮帮助抵抗暹罗军队，途中到孟养

借宿时，少年土司刀派功被暗中投靠了暹罗的孟养土司杀死，土司官印

也被抢走。４５清政府只好又任命刀派尚为孟连土司（刀派汉、刀建民，

１９８６：２５）。

清缅战争后，暹罗辖下的戛于腊（今清迈一带）的实力逐步增强，孟

连、勐艮一带陷入了缅甸、戛于腊与清政府的拉锯局势之中。考虑到清

朝在与缅甸的战争中无法取胜的尴尬情形，清朝官吏对与缅甸和暹罗

的战争非常谨慎，不愿意直接涉及，可是孟连紧邻勐艮，无法置身事外。

云南地方官员不愿在清缅战争好不容易结束之后又惹上麻烦。于是，

张辅国就在这样的形势下左冲右突，带领其信众和弟子寻找取代孟连

土司的机会。

４５．《清实录仁宗实录》，嘉庆十年，七月，癸亥。

本来山区银矿是孟连土司的财源，土司按照定例抽税，长期以来积

累了大量财富。孟连土司在明朝募乃银厂开始大规模开采的时期即已

向明政府报税。在孟连土司辖地的中部山区，刀派鼎任土司时，他看到

佤山北部由于茂隆银厂的开发获得很多利益，于是主持招募矿商，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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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募乃银厂的开采规模。募乃银厂与茂隆银厂距离不远，茂隆银厂及

周边波龙、石牛等银厂的开发也为募乃银厂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技术

等支持条件。不过，募乃银厂在明代即已开采，据“募乃厂龙王庙碑”的

碑文记载，该庙早已设立了“李公指挥”的牌位，即一位姓李的明朝永昌

卫指挥使是向募乃银厂发放开采执照的官员。４６土司刀派鼎积极向清

朝政府报告，希望将银厂正式纳入清朝政府的赋税征收体系，以换取其

对孟连土司的承认和支持。在此之前，明朝流亡政府的军队与孟连土

司发生过不少冲突（王崧，１９９５：２１６－２１７）。根据傣文文献的解释，另

一个原因是孟连土司希望清朝政府能够重新向孟连颁发确认土司政权

的官印。明万历年间，孟连与孟养、勐密等各部（位于今掸邦）之间发生

了持续数十年的战争，孟连土司刀派忠的官印被夺走，刀派鼎希望清朝

皇帝能够重新确认孟连土司家族的世袭政权。于是，康熙四十八年

（１７０９），刀派鼎向清政府申请开发银厂并进贡大象。第二年（１７１０），清

政府正式承认刀派鼎为第十四代孟连土司，每年应向云南省政府缴纳

银课６４８两（刀派汉、刀建民，１９８６：９）。在刀派鼎的努力下，募乃银厂

规模扩大，银厂设立了４８座炼炉，每座炼炉每炉可炼成纯银五两，即所

有炼炉每一轮冶炼至少可获银２５０两（刀派汉、刀建民，１９８６：７７）。４７雍

正时期鄂尔泰任云贵总督，清政府为了表彰孟连土司，将银厂课税减

半，年缴税３００两。因此，在孟连历史上，刀派鼎被称为“银山土司”。

乾隆时期，孟连土司辖地的山区经济发展迅速，茶叶贸易也兴盛起来，

景迈茶山成为重要的产茶区。由威远、缅宁过澜沧江往西、往南通往景

迈茶山及茂隆、石牛、募乃等银厂，进而通往缅甸，澜沧江各渡口及交通

线日益繁忙。内地州县与“江外”山区之间物流畅旺，除了银、盐、棉花、

中药材等大宗商品的贸易之外，茶叶、糖、香料和烟草的贸易也非常兴

盛（刀派汉、刀建民，１９８６：７７）。

４６．参见“募乃厂龙王庙碑”，乾隆四十五年（１７８０）。该资料来源于澜沧县政协于１９８５年汇编

的“澜沧县文史资料（第二辑）”第１７６页。

４７．据说，在募乃厂全盛时期，每天有３６７座炉子开工，年产银在１０万两至２０万两之间。参见

潘春晖，“澜沧募乃老厂的传说”。该资料来源于澜沧县政协于１９８５年汇编的“澜沧县文史资料

（第二辑）”第１６１至１７６页。另参见吴其浚，《滇南矿厂图略》，“炉，第五”（李春龙，２０００：５１５）。

嘉庆十年（１８０５）至嘉庆十五年（１８１０），随着茂隆银厂逐渐衰落，在物

资供应不畅、社会动乱的影响下，悉宜银厂和募乃银厂的生产也相继停

滞，大量矿工失业。嘉庆十五年（１８１０）清朝政府关闭了募乃银厂，嘉庆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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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１８１２）又废弃悉宜银厂旧硐，停止向各土司收取矿课。至道光二十

七年（１８４７）清算，耿马土司累计欠缴矿税银达５８００两。嘉庆十六年

（１８１１）夏初，久旱不雨，募乃银厂的生产逐渐停顿下来，矿脉萎缩、开采成

本上升及物流不畅使物资供应停顿下来，整个矿山的开采、冶炼和物流

供应体系已经无法维持，大量矿工失去了粮食供应，生活陷入困境。不

少矿工加入了张辅国依据“五佛五经”村寨军事化体制组织起来的军队，

不断进攻坝区孟连土司辖地富庶的摆夷村寨，以获取粮食。

（五）山区粮食短缺与政治冲突

云南中南部与缅甸掸邦东北部毗连，气候与地理条件相似，当地民

众利用山区生态环境发展山区农业。根据水利条件，农地可分为相互

补充的河谷可灌溉梯田、坡地雷响田和山林轮歇地三种类别，当地人们

社会关系也与这样的农业生态环境相联系（犕犪，２０１３犱：７－８）。在清

代，可灌溉的梯田用来种植水稻，山坡地和轮歇地主要种植旱稻和荞

麦，一些移居到此的人也种植玉米。由于河谷梯田存在海拔高差且修

建小型的灌溉水渠受限，加之河谷生态系统中海拔和气温的差异，沿山

坡分布的各村寨在耕作周期上产生了时间差。简单来说，在山区的河

谷农业生态系统中，位于低处的梯田的耕作季节要比高处早，水稻插秧

的时间早、成熟也早。这样，受河谷中水、热条件的影响，邻近村寨可以

根据插秧、收割的时间早晚互换劳动力，相互之间也形成了通婚关系和

亲属网络，这同时保障了基于互换关系的稳定的粮食共享体系。例如，

收割前几个月，当河谷低处的村寨存粮不足、粮食短缺时，就可以向山

坡高处村寨的亲戚们借粮，因为高处村寨的水稻栽插晚、收割也晚，尚

有一定量的存粮；等河谷低地的水稻收割之后，再将稻谷还给高处村

寨，以解决高处村寨粮食不足的问题。这样一种粮食与劳动力的互惠

机制，使村寨社会能够共同应对粮食不足时的危机，这样的“粮食流动

共同体”可以利用山地农业季候的时间差解决粮食储备不足的问题。

在一个不需要依赖现金和市场的社会生态与亲属体系中，不同村寨在

整体上维持着“粮食银行”的互惠机制，这样的社群关系也成为区域性

山区“五佛五经”共同体的基础。在张辅国及其继任者的推动下，各村

还建立了公共粮仓制度，各户按人头向村集体交存粮，供战争或饥荒时

救济或无息借贷，达到粮食共享的目的，以解决村落内部或者同一河谷

地区一些村寨存粮不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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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银矿运作正常时，山区村民若粮食不足可以向坝区粮农购买。

澜沧江西岸山区的村民趁农闲到盐井一带砍柴或以山区特产来交换

盐，再将盐以人背、马驮的方式运到矿区或者邻近的市场交易；山区村

民获得银钱之后，再购买坝区生产的粮食自用或供应矿工。在车里（西

双版纳）、勐允、勐勐、耿马、勐撒这些主要是摆夷（傣族）生活的坝区，土

地肥沃，灌溉设施发达，水稻产量较高，可以向邻近的矿区和山区民众

提供足够的稻谷供应。因此，威远江流域的盐井、坝区的稻谷、山区民

众的贸易活动，共同为银矿区提供了必需的粮食和物资，使矿区与周围

社会形成了异常密切的社会与市场联系。明末至１９世纪初，这一体系

维持了近两个世纪。也就是说，山区土著与不同移民的混合，逐渐建立

起一个既基于山区本地的粮食生产，也基于澜沧江两岸的物资流通与

商业贸易的“中间商”的网络联系，保障了矿区物资的供应与流动。

１７９０年以后，随着矿业发展的影响不断扩大，杨德渊、张辅国等人

逐渐对整个山区进行了宗教与政治上的重新整合。作为山区村寨的政

治领袖，张辅国成为外来商人、官府与矿区的中间人，并获得了政府的

认可和授权。随着勐勐、孟连土司的衰落，张辅国等人建立的“五佛五

经”体系又逐渐承担起了商人和矿工保护者的角色。但是，这一体系在

扩张的过程中也遭遇了不小的挫折。１８００至１８１０年前后，随着银矿

的萎缩和政府对私盐贸易的控制，山区民众对“盐粮贸易”的依赖无以

为继，私盐供应链断裂连带着让稻谷供应也受到影响，更重要的是，失

业矿工们也没有钱养活自己了。接着，连续几年发生的春旱意味着雨

季推迟，插秧的时间不得不推后，随之出现整体上粮食总量短缺的问

题，此时公共存粮或者河谷高低坡的村寨之间的存粮、借粮也不够支

应，山区粮食短缺的问题严重起来，随之爆发了山区民众与坝区民众之

间的冲突。从孟连土司的角度来看，这是山区的匪徒与坝区摆夷村寨

之间的冲突。嘉庆十六年（１８１１）春旱，至五月中下旬雨季仍没有到来，

山区梯田等待插秧的倮黑村寨陷入了缺粮恐慌。此时，越来越多的矿

硐相继关闭停业，一大批失业矿工也从矿山流入到周围村寨中，失业矿

工与村民多次到坝区抢劫粮食。悉宜厂于乾隆年间开办，晚于募乃厂

和茂隆厂，４８在矿上作业的矿工既有外地来的汉人，也有本地土著，他

４８．参见《光绪续修顺宁府志》，“矿产”（党蒙：２００１：３５１－３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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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也加入了春夏之交的抢粮行动，矿工和山区民众纷纷前往勐勐和耿

马坝区的摆夷村寨抢劫粮食，坝区村寨自发组织起来与来犯者对抗。

根据地方官的报告，缅宁厅和云州官方派军队支援，与耿马土司军队配

合，打死了２０人，捉拿了２５人。根据审讯报告，一个名叫刘赞育的江

西人在缅宁、铜金和尚及悉宜厂矿工之间扮演了重要的联系人角色。

刘赞育长住缅宁，是一名郎中兼生意人。李元是悉宜厂的矿工头

目，常与刘赞育往来。吴双珑是刘赞育的侄子，从江西老家来到缅宁投

奔刘赞育，于是刘赞育委托李元介绍吴双珑到厂上当矿工。矿硐关闭

后，矿工失去了工作，他们都转移到相熟的倮黑村寨开垦山地，以种田

为生。嘉庆十六年（１８１１）的四五月份干旱缺粮，李元组织手下矿工并

联络了一些倮黑村民，准备到勐撒一带抢劫。在行动前他们进行了周

密的部署，李元先到缅宁找到刘赞育，委托刘赞育先行侦察抢劫对象，

确定富庶的村寨和殷实的人家，并许诺得手后分给他好处。根据刘赞

育提供的信息，李元带领一百多人抢劫了勐撒、勐永一带的摆夷村寨。

四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他们抢劫了两个村寨，在赶着牛、驮着粮食

逃回山上的途中被土司军队截获，审讯中李元供出了刘赞育。４９

４９．北京，故宫档案，宫中朱批缩微，０４－０１－３１－１７５９－１，孙玉庭奏折（嘉庆十六年十一月二

十八日）。

５０．台北故宫宫中档，伯麟、孙玉庭奏折，０１９３３７。

在类似的抢劫案连续发生的同时，倮黑首领张辅国发动了更多针

对孟连土司的攻击。江西商人余奉鸣跟刘赞育一样，也在缅宁开设店

铺，往来于云南与江西之间做长途贸易和现金贷款的生意。根据报告，

嘉庆八年（１８０３）时，余奉鸣与堂弟余辛祖一起来到勐允购买棉花和药

材，结识了驻扎南栅的张辅国。不久，余辛祖因病在勐允去世，余奉鸣

返回了江西。嘉庆十年（１８０５）三月，余奉鸣从江西回到勐允来回收放

贷的款项，嘉庆十二年（１８０７）正月又返回江西，嘉庆十六年（１８１１）三月

再次回到勐允。这一次，除了收回贷款，余奉鸣还带着不少银两前来收

购货物发往江西。余奉鸣每次来到云南都与常住缅宁的刘赞育见面，

两人是好友。余奉鸣能写会算，张辅国专门聘请他帮忙处理文书，他从

江西返回南兴后就来帮忙处理写信、报告等公文书信。５０嘉庆八年

（１８０３）张辅国受封为南兴土目，并以南兴为基地控制了募乃厂与澜沧

江勐撒渡口的交通，也主导了募乃银厂的事务，因此嘉庆十二年（１８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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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会面，余奉鸣将好友刘赞育介绍给了张辅国。

嘉庆十六年至十七年间（１８１１—１８１２），张辅国召集各地倮黑村寨，

组织军队密集进占孟连土司的属地勐允（包括上勐允、下勐允）等地。

嘉庆十七年（１８１２）冬天，孟连土司的申诉得到皇帝和官府的支持，官府

派军队过江攻破南兴堡垒，张辅国逃往南栅。嘉庆十八年（１８１３）二月，

清军在南栅抓获张辅国及保护他的随从数人，并将其斩首。５１从被俘人

员名单中可以看到，贴身保护张辅国的随从中有四人是外地矿工：刘廷

赞来自楚雄、谢盛全来自景东、杨二甲来自剑川、解小老来自河西；有三

人是本地勐允的摆夷（刀果才、困丙、波尼），一人石二是张辅国母亲一

方的亲戚。５２也就是说，虽然张辅国是倮黑村民敬重的“佛祖帕”，是“五

佛五经”体系创立者和第一代佛王，但是他的贴身随从中并没有倮黑。

这也是他在山区倮黑中保持神秘感的一个重要方式。张辅国在嘉庆八

年（１８０３）还俗之后才结婚生子，他虽然被处死，但是他的三个儿子幸免

于难。后来张辅国的儿子张秉权、张秉意继承了他的统治权威，张秉权

与儿子张登发、张登发之子张朝文、张朝文之子张石保相继成为继承张

辅国佛祖帕地位的“佛王”，前后延续了五代人。

５１．北京，故宫档案，宫中朱批缩微，３－１６５－７８９４－３０，张辅国供单。

５２．北京，故宫档案，宫中朱批缩微，３－１６５－７８９４－３０，张辅国供单。

５３．台北故宫宫中档，伯麟、孙玉庭奏折，０１９３３７。

张辅国虽然被清军斩首，但余奉鸣只身逃脱。在光绪十四年

（１８８８）之前，清朝军队除了在旱季帮助土司击退来犯者之外，并不会长

期在江外驻扎，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害怕染上疟疾。清军一退，躲藏在附

近村寨中的余奉鸣即回到南兴，希望重整南兴的局面。嘉庆十八年

（１８１３）六月，余奉鸣回到黄草岭（南兴与黄草岭相毗连，今合并为南岭

乡），发动各村头人共同推举他为接替张辅国的南兴土目。为了达到这

个目的，余奉鸣写信给孟连土司的代办、上勐允土司刀派汉，称接到顺

宁府公文通知，现在需要重新考查、设立新的南兴土目。此时孟连土司

年纪幼小，余奉鸣联合西盟勐梭头人罕文开，希望重新整合力量恢复张

辅国的基业。此事被线人报告给官府，总督派人捉拿了余奉鸣，将其斩

首。５３

张辅国还俗后娶妻生子，根据今天拉祜族（１９５４年前写为倮黑）的

神话和仪式，“佛王”在拉祜语中被称为“厄沙”“佛祖帕”或“洛底帕”，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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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为“神”“天地”“皇帝”“佛祖”或“龙和尚”。佛祖帕是创世神厄沙在人

间的身影，总是一代代转世重生，代表了厄沙的权威和法力（马健雄，

２０１３：８１）。在文献中我们看到，张辅国的儿子张秉权、张秉意兄弟在二

十多年后即重新控制了南栅佛寺，他们恢复“五佛五经”的佛王体系后，

迅速向北扩展缅宁厅边界、向西与佤山各部落联合，控制了从车里至耿

马的广袤山区。张秉权弟兄掌握南栅领导权的数十年间，从道光至光

绪时期，云南各地陷入长期的矿争和社会动乱，官府已经无暇顾及澜沧

江沿岸地区的社会事务，“五佛五经”佛王体系因此得以继续在以南栅

为中心的地区发展壮大。在清朝平定了杜文秀起义之后，为了因应英

国军队对缅甸的殖民占领，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清军再次过江，并建立了

镇边厅。光绪年间，这一带地区以“倮黑山”著名，又称为“五佛房”，民

众称之为“五佛五经”。５４经过佛王体制长期的社会动员和文化重构，山

区村寨被广泛动员起来，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社会文化圈和政治共同体，

倮黑和不同地方迁来的人逐渐被整合到一个新的“政教合一”的体系

中，形成了后来的“拉祜族”。张秉权的子孙们继续宣称自己为转世的

“佛王”，张朝文、张石保继续率领倮黑信众抵抗清朝及民国时期云南地

方政府的军事压制，零星的宗教运动甚至持续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不

过，总体来说，张辅国、张秉权、张登发、张朝文、张石保这五代张氏“佛

王”勉力经营的“五佛五经”村寨体系，在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清政府的强

力打击下瓦解，大量倮黑村民迁往缅甸和暹罗。为了跟英国谈判设立

清缅边界，岑毓英在倮黑山设置驻军，捣毁了村寨佛房，处死了大批和

尚，瓦解了佛王体制，建立了镇边厅，民国后改名为澜沧县，原孟连土司

辖地也成为该县的属地。

５４．岑毓英，“攻破倮黑贼巢擒获首逆折”（岑毓英，２００５：４０２－４０３）。

四、佛王体制与族群动员

虽然募乃、茂隆、石牛、波龙、悉宜等几大银矿多在明代即已开采，

但是清政府正式授权并开始收取矿税大约是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

募乃银厂距离澜沧江勐班渡口约两天路程；茂隆银厂在佤山北部，靠近

云南通往缅甸腊戍的主要交通线，离滚弄渡口不远；悉宜银厂位于耿马

土司辖地的西北，靠近勐撒通往云州的交通线。分布于耿马、勐勐、孟

连土司及佤山部落的这些银矿，在清政府设立镇边直隶厅之前，均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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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州县治权范围以外的土司辖地，与威远厅隔澜沧江相望，但是在行政

上，耿马、勐勐及孟连土司都归顺宁府管辖。英国侵占缅甸、清缅边界

尚未划定之前，云南西南部的耿马、孟连、车里各土司与缅甸木邦（腊

戌）、勐艮（景栋）等掸人土司管辖区域之间，是广阔的佤山与掸傣土司

的缓冲区域。特别是清缅战争后，滚弄以南澜沧江与怒江之间群山绵

延的地区一直被清政府视为云南与缅甸之间的政治过渡地带。

清初以来，因“改土归流”、盐政变化或移民挤压而迁往澜沧江以

西、缅宁以南山区的不同土著群体如倮黑、窝尼、栗梭、老缅、蒙化、香堂

等群体，与当地的阿佤、蒲蛮等社群相混杂。随着矿业和山区经济的发

展，在矿山社会，矿工的采矿、冶炼工作与矿硐组织之间的配合需要复

杂精细的管理，长期以来，矿工秘密社会的组织原则即是矿山组织管理

最为有效的制度资源（王崧，１９９５：１１８－１２３）。同时，山区村寨与矿商、

矿工人群共同建立了一个庞大且复杂的商业贸易与交通运输体系，使

之成为山区农业的补充。这一庞大的体系极大地依赖于“五佛五经”的

社会组织方式，经过近一个世纪的社会整合和宗教动员，由杨德渊、张

辅国等人推动的“五佛五经”宗教政体建立起来。铜金和尚将矿山社会

的组织原则与村寨组织系统相结合，基于杨德渊一派的大乘教宗教信

仰，村寨佛房系统迅速发展，即将原先土司体制下山区村寨“圈”的管理

模式结合到军事化的佛房体制中，并与村寨头人统领的民兵制度结合

起来。“五佛五经”统领之下的村寨佛房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

矿山的秘密社会组织转移到山区村落之后在制度上的发展与创新。

“圈”是明清以来耿马、勐勐、孟连、车里等摆夷土司在山区社会建

立的行政体制。这些土司的政治和宗教中心设在各地山间盆地（即坝

子）的城镇之中，是土司体制的枢纽。通常，坝子中以“勐”作为赋税单

位，各村寨所领有的耕地都有清晰的税负，村民的劳役也有清晰的规

定。在广袤的山区，土司的管理依赖于“圈”这一层级体系，各“圈”管辖

下的村寨按照固定的户口税向土司缴税，但不用负担具体的土地税和

劳役。土司体系下有郎勐、掌勐、管事、白找、火头等头目，村寨的头人

即称火头，火头通常由选举产生，村寨共同体一般拥有被称为“火头田”

和“寨公田”的公共土地，火头田的收入归火头（头人）所有。在“五佛五

经”体系建立之前，勐勐土司每年向各“圈”收取山水银３３０两、钱粮

２４０两；孟连则向各“圈”收取约１００两山水银。在“五佛五经”兴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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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以南栅佛房为中心，区域性的村寨共同体分别由蛮大佛房、那东佛

房、勐糯佛房、卡郎佛房、以宋佛房、东主佛房等次一级的中心佛房管

理，负责培训和尚并将他们派往各村建立村寨的佛房并任佛爷。因此，

区域性佛房亦即“五佛”或者“六佛”等不同时期发展起来的“佛区”，大

体上是按照土司体制中“圈”的管辖范围和地理便利性来设置的（马健

雄，２０１２：８７－１２２）。但是，就日常生活中宗教仪式和具体的文化价值

的重塑而言，经过杨德渊及其弟子们四五代人的努力，原先山区民众的

社会生活、日常生活和文化体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１８世纪９０年代之后，缅宁以南、澜沧江以西山区“圈”的体系逐渐

被新兴的“五佛五经”所取代。这个新兴的宗教政治体系可溯源至清初

在云南西部兴起的大乘教；至乾隆十年（１７４５）前后，大乘教已经发展成

为一个遍布全国各地的秘密教派，随后遭到清政府的强力查禁。清缅

战争前后，在云南与缅甸交界山区的矿山和村寨中，这样的新兴教派找

到了更适宜的发展土壤，并成为矿工社会的一种组织力量。追溯大乘

教的发展历史，康熙二十一年（１６８２）时，大理府贡生张保太（１６６０—

１７４１）依据儒、佛、道“三教合一”的理想，在鸡足山创立了一个独特的大

乘教派别，很快大乘教便随着频密的人口流动传播到四川、湖南、江西、

江苏、直隶等各省。乾隆四年（１７３９），清政府开始查禁张保太创立的大

乘教，两年后张保太病死狱中。至１７４６年，清政府已经抓捕了约

１５００名骨干信徒，大量信众从鸡足山及邻近各县逃散，转为秘密传

教。大乘教以吃斋和聚众念经为主要修行方法，以“斋头”为发展信众

的延展性下线，进而不断提升斋头们在传教系统中的等级地位，用类似

今天传销的方法来吸引信众，重点传播“瘟船”救灾疫、“法传”救人、“铁

船”救法的救劫理论。大乘教信众们相信，上一代教主死后，他的灵魂

便会转世传到下一代教主身上。张保太死后，其弟子就一些基本的教

义例如吃斋念经、三教合一、教主转世等宗教实践，对宗教理论进行了

不同程度的阐发，不过清朝官员笼统地将他们归入“白莲教”一类。嘉

庆以后，各地以白莲教的名义抵抗清政府的政治运动达到了高峰，但是

在滇缅边疆，大乘教发展出了另一条与山区民众的生活相结合的道路

（犕犪，２０１３犱，８１－１１９）。５５ 乾隆四十七年（１７８２），从鸡足山流亡至缅甸

５５．《张允随奏稿》（方国瑜，卷８，２００１：６８５－６９０），参见秦宝琦，“清前期秘密社会”（秦宝琦，

２００９：１２８－１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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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僧人杨德渊从木邦来到耿马，又到南栅修建了佛寺，开始了他的传教

生涯。虽然杨德渊的宗教理论与张保太有诸多不同，但基本原则是一

致的，他将大乘教“三教合一”的经典和教主转世、聚众念经吃素等教法

进行了很多新的诠释，强调“仁、义、礼、智”的信仰并使之成为日常生活

中的仪式，例如每年正月十五、四月十五和八月十五，各区代表要到南

栅佛寺朝拜；每户都要设“天地”，陈设敬水碗；家长每月初一和十五向

厄沙点香磕头；村民以吃斋的方式聚集举办“保福”栓线仪式；等等。杨

德渊去世后，其弟子铜金和尚（张辅国）继承了教主的衣钵，自他开始，

厄沙转世被限定在张辅国家族的子孙之内。到１９世纪初，“五佛五经”

的佛区政治框架已经建立起来。５６

与此同时，原先在募乃厂矿山一带声誉卓著的一位姓王的和

尚———他曾经集资重修了募乃龙王庙，后来与张辅国结盟———在南栅

附近的澜沧江西岸建立了佛房，民众称之为“王佛爷佛”（犕犪，２０１１）。

根据官方档案记载，虽然勐勐、孟连土司及坝区摆夷百姓信仰小乘佛

教，山区倮黑却非常信服像杨德渊、王佛爷这样的“汉僧”。杨德渊的徒

弟人数众多，他们的足迹遍布澜沧江两岸各州县及土司辖地，民众将他

们奉若神明，跟随他们诵习汉文经书，大大挑战了土司的权威。嘉庆四

年（１７９９）以后，当杨德渊的弟子铜金和铜登等人有能力将山区各村寨

组织起来与土司对抗并沿澜沧江与清政府对峙之时，整个倮黑山地区

及募乃银厂区域已逐渐被“五佛五经”体系下的和尚和村寨首领们控

制。５７如前所述，“五佛五经”能够发展起来与缅甸一侧的社会变化也有

关系，此时孟连土司深陷争袭以及与缅甸、暹罗的纷争之中，张辅国等

倮黑首领便趁势控制了募乃银厂（余定邦、黄重言，２００２：９１６－９２０）。

清朝采取招抚政策，令铜金和尚还俗更名为张辅国，成为合法的管理山

区的土目。１８世纪９０年代至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张辅国的后代张秉权、

张登发、张朝文、张石保被倮黑民众视为不断转世重生的厄沙佛祖帕。

直至民国初年，张石保及其他倮黑首领仍率领部分民众抵抗清政府和

云南地方政府派出的军队，最后大量倮黑民众迁往缅甸（犕犪，２０１３犮）。

５６．见云南省社科院图书馆藏拉祜族档案，《蛮糯倮黑众等改心向善本源簿》（３４５－３，１９５０－

１９５９）、《恭跪叩禀台前》（３９９－１９，１９６０），及笔者１９９６年以来的田野调查笔记。

５７．台北故宫博物院，宫中档朱批奏折，总督书麟奏，００４９５８（嘉庆五年，二月初四日）；书麟奏

折，００５３７９（嘉庆五年三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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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佛五经”以南栅和蛮糯为南北两个中心佛寺，和尚们从山区的

倮黑、佤等不同族群的村寨中挑选男孩到寺庙做和尚、学习经书汉文，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其中的优秀者受命还俗，被派到各佛房作为佛区

的首领。以南栅佛房为中心的下改心地区先后被划归为不同的佛区，

佛区下属的村寨则建立了自己的村寨佛房，村民每年在佛房中选举头

人管理村寨事物，村中男子三人一组作为战斗小组，各持不同兵器，平

时训练、战时出征打仗。这些村寨民兵由“兵头”负责，听从头人指挥，

村寨武装还拥有火枪、火炮等武器。各村寨每年向佛区缴税、佛区的首

领们则按期向南栅缴税，并定期在南栅拜佛、开会。“寨中公共之事无

人举办，凡为地方兴利除害之事，始由佛爷而主持之，如是日久，佛房已

成为衙门，凡有诉讼告之，派款纳之，佛爷则成酋长，调遣民众，不幸而

有寨与寨之冲突，已成佛爷与佛爷之争，佛爷中自不免有支配欲强者，

于是整军经武，率众而战。……即佛房中暮鼓晨钟亦废，聚众练武于

此，故进佛房门内，两旁刀刀枪枪，极形肃杀之概。神座前之案桌，佛爷

踞而问案子，理民情之处也。”５８１８世纪９０年代至１９世纪８０年代乃

至其后的很多年，澜沧江西岸的山区均在这些和尚的领导下。在超过

一个世纪的历程中，“五佛五经”宗教运动将整个澜沧江西岸的滇缅边

疆山区整合为一个由“佛王”统治的政治文化系统。

“倮黑”的族群身份在这样一个漫长的政治动员过程中被重新诠

释，社会文化体系也随之重新整合。杨德渊、张辅国等人及其弟子们能

够组织和动员声势浩大的“五佛五经”运动超过一个世纪，与滇缅边疆

社会激烈的政治经济冲突和族群对抗有关。清王朝先对山区民众采取

驱赶的政策，后来又对反叛者实行招安，当然是为了国家的深入统治以

维持相对稳定的边疆形势。不过，从“五佛五经”运动兴起的过程来看，

政治对抗的兴起和倮黑族群身份的建立与倮黑山地区各大银厂的衰退

关闭是同时发生的历史事件。显然，以倮黑山为中心的滇缅边疆的社

会秩序及族群关系的重构，与清政府失败的清缅战争、盐政的变化及土

司与州县在政治和司法体制上的差异等因素密切相关。

５８．参见方国瑜，“倮黑山旅行记”（方国瑜，２００８：１１５）。

通过对官方档案的研究，我们今天能够将这些事件置于复杂的地

方社会脉络中来理解和解释。１８世纪２０年代至１８世纪４０年代，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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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迁入普洱府和顺宁府的人口不断增加，大量的土著居民或者被官府

驱赶、或者被移民挤压，被迫迁往澜沧江西岸山区。威远江流域各盐井

尽管已经被收归官营，但澜沧江西岸各地及缅甸北部山区仍然依赖其

食盐供应，传统的食盐贸易在盐政改革之后变成了食盐走私。嘉庆元

年（１７９６），威远地方官突然宣布严禁私盐，招致两岸卷入私盐贸易的倮

黑联合抵抗；此时茂隆、募乃、悉宜等银厂资源日益枯竭，矿工无处谋

生，纷纷加入由山区首领们组织的队伍；同时，一些对勐勐土司和孟连

土司颇为不满的汉人矿商也投奔铜金和尚，与官府和土司对抗。５９嘉庆

元年（１７９６）至嘉庆十七年（１８１２），倮黑山“五佛五经”迅速兴起并与官

府对抗，以南栅、蛮糯为中心的倮黑首领们组成了首领联盟，铜金和尚

脱颖而出成为宗教导师和山区共主。６０我们从历史档案中可以发现，失

业矿工和矿商在张辅国作为政治领袖兴起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耿马土司地方有银厂，汉夷人等皆充砂丁。近来厂势衰微，砂丁失业，

亦有随同抢劫之事。屡经臣等檄饬地方文武转饬土司实力防缉，严加

惩治，以靖边围。”６１因此，就以南栅佛房特别是以铜金和尚为核心的领

导集团来看，其基本的构成主要是流离边疆的商人和矿工骨干。在今

天拉祜人的信仰中，铜金和尚是造物神厄沙在人间的化身，被尊为“佛

祖帕”。我们从档案中发现，创立、动员和领导倮黑山政治宗教体系的

铜金和尚与边疆各类人物都有密切交往，也争取到了不同类型的人群

的支持，但是跟随在他身边的主要还是一些常年在矿山活动的人。嘉

庆十八年（１８１３）张辅国被捕获时，日夜跟随左右保护他的人除了他的

一个义子之外，其他全是来自各地的矿工。６２

５９．北京，故宫档案，军机处录副，３－１６５－７８９４－３０；民族类，富纲奏折，（嘉庆五年正月初

四），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６０．北京，故宫档案，军机处录副，３－１６５－７８９４－３０；民族类，初彭龄奏折，（嘉庆八年五月），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６１．北京，故宫档案，军机处录副，３－１６５－７８９４－３０；民族类，伯麟等奏，（嘉庆十六年十月十

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６２．张辅国供单，北京，故宫档案，宫中档朱批奏折，３－１６５－７８９４－３０；同档号，伯麟等奏（嘉

庆十六年十月十七日）；军机处录副，民族类，嘉庆五年正月初四日富纲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

案馆。台北：宫中档朱批奏折，０１９３３７，伯麟、孙玉庭奏折（嘉庆二十年七月十六日）。

滇缅边疆“五佛五经”的宗教政治运动不仅建立起一个影响深远的

政治体系，也是山区族群通过身份动员的方式与清政府对抗的社会运

动。在这个过程中，从不同方向被挤压、被驱赶的土著群体汇集在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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寨中，逐步成为能够将不同村寨、不同来历的人们整合在一起的政治势

力，其中银厂矿工们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为山区社会提供了商业

贸易的网络，提供了政治组织机制和宗教动员的方法，同时也为这个政

治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军事作战技术和装备能力。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

当清政府派军队攻破由张登发领导的倮黑军队的坝卡堡垒时，清军惊

奇地发现山坡上坚固的堡垒中还储备了大量的火药和枪炮，这些堡垒

牢牢控制了澜沧江两岸的交通线（犕犪，２０１３犫）。我们无法估计有多少

失业矿工在矿厂周围山区留下来并融入到倮黑群体中，其后代成为今

天拉祜族的一分子，不过在很多的史料中以及人类学学者的田野调查

中，迁移自江西、湖南、云南等地的矿工、商人们的后代成了今天的拉祜

族、佤族，如光绪年间新封的土司萧修武等（方国瑜，２００８：９７）。清政府

对银矿与铜矿开采采取不同政策，银矿的开采都是集资开发，官府从不

参与投资，银矿采炼中所有的风险必须由矿商和矿工们共同承担。加

之云南西南部的银矿大多处于土司辖地，但凡有冲突，司法上必须由土

司处理，地方官无从插手。在这样的情况下，与银矿开采和枯竭连带的

矿工流动性问题，为我们了解和认识清朝的国家体制与流动人口之间

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特别的窗口。

五、结论：边疆作为一种制度及制度创新的地理空间

从档案材料特别是大量的奏折中我们看到，围绕着铜金和尚还俗

改名为张辅国等事件，还混杂着许多复杂的边疆政治经济和族群关系

的因素，这些社会因素又与支撑银矿体系运作的政治和市场因素有关。

表面上看，随着银矿的萎缩，山区民众与孟连、勐勐土司之间的冲突关

系着固定税额（山水钱粮）应该交给谁、交多少的问题，可是这不仅是税

额和交税方式本身的问题。由于雍籍牙王朝取代洞吾王朝在缅甸兴

起，原先滇缅边疆的各大银矿厂，尤其是波龙、募乃、石牛、茂隆、悉宜五

大银矿，虽然其兴盛的时间有先后，但在这些银厂同时开工的数十年

间，需要超过十万人直接从事与采掘、冶炼及物流供应有关的工作，其

供应链远涉缅甸木邦、云南西南部各土司辖地及临近各府州县，供应的

物料主要包括稻谷、盐、铁、木炭，主要由马帮和人力运输。就出产而

言，在正常生产年成中，若按照茂隆厂的比例税制来估算，五大银矿年

总产量远超过五十万两白银。因此，银矿区的运作带动了大量的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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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在山区各地之间流动。总体来看，山区村寨每年缴纳约一百两

税银，孟连土司想将税额提高为一千两税银，在银矿兴盛的情况下并非

不可能。但是，嘉庆十年（１８０５），刀派功为了争取勐艮土司帮忙出兵攻

打张辅国，自己带着三百人去勐艮帮助抵抗暹罗军队反被杀害，其官印

也被抢走。此前的嘉庆八年（１８０３），地方官员调令刀派功与铜金一起

前来调解，刀派功竟然不敢出席。待张辅国完全控制了山区、建立起稳

固的“五佛五经”佛王体制之后，我们看到的就不仅仅是山区村寨伴随

着银矿兴起衰落与社会转型的进程；我们还注意到，在这一过程中，孟

连土司在清朝、缅甸、暹罗交界处及地缘政治竞争中逐渐成为政治挤压

的对象。当雍籍牙王朝对银矿及征收银课越来越重视，其背后的社会

脉络乃是缅甸社会在此期间发生的巨大变化。缅甸对作为货币的银的

需求越来越大，因此他们一方面占据银厂，另一方面也努力向边疆产银

地区的土司索取更多的银子。这带给孟连土司巨大的政治压力，在银

矿萎缩之际被迫设法收取更多的银两，同时向清政府和缅甸国王缴纳

银课。从银矿的运作来看，缅甸一方并没有开采银矿的社会生产力，缺

乏矿工及矿山采炼技术，缅甸一侧的山区也无法形成物流体系。因此，

缅甸只能想办法通过当地摆夷土司来获得银两。在雍籍牙之后，缅甸

国王的强势不再，暹罗又强盛起来，边境一带仍然战事不断，各摆夷土

司在面临来自清朝官员的压力及山区的挑战时，还要腾出手来应对来

自缅甸、暹罗的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张辅国影响下的山区社群对矿山和矿区物流资源

的控制能力及其所建立的政治体制灵活应变的社会能动力，远远超出

孟连土司在社会管理方面的应对能力。也就是说，云南与缅甸、暹罗交

界地带的政治角力削弱了孟连土司整体的社会控制能力，山区民众的

政治能动性则摧毁了传统的土司权威。这个动态的过程最终在银矿萎

缩、盐井供应危机、孟连土司税负压力增大的临界点上促成了山区社会

的转变，即从一个以工业、物流为主的半农半商社会转变为山区农业社

会，这是“五佛五经”体系在山区建立的过程中不可忽略的社会与文化

意义。也就是说，在银矿逐步停滞、矿工失业、大规模的物流体系瓦解、

现金流消失的情况下，由矿业发展带动的山区半农半商的社会体系重

新“在地化”，转变为山区的农民或“山区少数民族”。这便是“混杂的人

群”变为后来的“拉祜族”的社会重构的历史，同时也是政治竞争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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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中民众以宗教运动的形式建立起新的社会制度的过程。经过铜金

和尚及其后人长时期的政治动员和文化重建，新的本地的或在地化的

土著文化和族群身份建立起来。简言之，山区社会文化的重构过程，亦

即拉祜族作为一种少数民族、一种政治体系、一种宗教样式以及边疆政

治的在地化和日常生活化的“创造过程”。

以孟连土司及佛王张辅国与清朝地方官员及皇帝的互动过程为切

入点来看，在具体的历史脉络中，在滇缅边疆一个以山区为主体、以坝

区土司为纽带的广阔区域里，自明初至清中期，地方社会的政治变化从

不曾存在一个理想中的自由王国（犛犮狅狋狋，２００９）。如果更加具体地以

“边疆领域”而论，其指的是长期存在着介于两个（或多个）国家政治体

制之间的、各方势力相互拉锯的边疆政治与经济空间。在这样的边疆

区域中，滇缅边疆社会显示出与人们惯常的生活体验不同的交叉和对

立，即不同的政治主体相互交叉重叠或冲突竞争的多重性与混合性的

社会形态。这样的区域是清政府政治管制的“末梢”，在边疆政治重叠、

过渡的“末梢”区域，不同的政治力量遭遇到不同的牵制力，这些政治力

量本身就是一种边疆政治体制的具体体现，例如孟连土司、耿马土司、

车里土司与邻近的普洱府、顺宁府等府州县的政府及官员不仅遭遇到

由他们参与制造出来的反叛者，还遭遇到了其力所不能及的土司制度

和外国的挑战。但是，在这样的边疆体制下，不同国家体制之间的政治

竞争与冲突使边疆的政治冒险者（如铜金和尚）从中寻找到了“边疆区

域”为他们预留的地理空间与政治操作机会，并创造出新的社会体制。

山区的“五佛五经”与“佛王”就诞生于皇帝与地方官员们无法达成一致

的政治谋划的裂痕之中。

尽管铜金和尚做了佛王，他在与嘉庆皇帝的对弈中还是失败了。

不过，在张辅国及其后人的长期经营之下，银矿衰败之后的滇缅边疆山

区社会最终得以重新整合，成为一个新的被认知为“倮黑”或“拉祜族”

的文化与族群。从耿马土司到孟连土司之间的政治地理空间，在清末

被认定为一个单独的山区领域“倮黑山”。经过长期的动员和整合，这

里的民众成为我们眼中的一个西南少数民族，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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